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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官學界積極推動下，截至 2023 年中旬已有約百名儲備植物醫師開始駐診工作，

提供農民及時且周全的植物健康診斷服務。這是臺灣植物健康史的重要里程碑，然

而社會對於這新興專家角色的認識幾乎停留在政策宣傳。為理解植物醫師診斷工

作的具體樣貌，以及診斷過程又座落在什麼樣的「植醫—農民」互動關係中，本文

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 12 名植醫與 15 名農民，並以聚合式敘事呈現植醫的勞動日

常，尤其描述出駐診不同單位的植醫在診斷過程及「植醫—農民」關係的異同；進

一步以白話專業知識為徑，釐清植醫取得專業知識的進程，也凸顯出臨床的田野知

識、與農民交流的重要。本文強調，植醫若要理解並調節田間問題與農民實務習慣，

重要的是得持續創造白話專業知識，也就是長期與駐診地帶的農民們與風土條件

互動，密切接觸並往返田野現場與外部各種資源，才得以協商出適用情境又有助益

的診斷建議。植醫是沒有商業色彩的「新興專家新鮮人」，這有助於他們與農民的

交流，以植醫為例，也反映出農村人情綿密的盤撋特色，以及極端天氣、新農浪潮

等產銷環境變化。進一步也為臺灣植醫制度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思考與實務建議。 

 

 

  

關鍵字：植物醫師、診斷實作、盤撋、白話專業知識、聚合式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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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f mid-2023, approximately a hundred plant doctors have begun to provide farmers 

with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plant care diagnosis services. This marks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plant health in Taiwan. However,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se 

emerging expert newcomers remains largely confined to policy promotion.  

In order to gai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diagnostic process of plant doctor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farmer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with 12 plant doctors and 15 farmers. Using composite narratives, we 

present the daily routines of plant doctor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diagnostic 

process and the dynamics of "plant doctor-farmer" relationships across 

different  institutions.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plant doctors acquiring vernacular 

expertise  was clarified. This involves long-term interaction with the local conditions, 

the farmers and  various external resources,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field-

generated and field-focused knowledge and their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puânn-

nuá)  with farmers. The results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plant doctor policies in Taiwan.  

 

 

 

Key words: plant doctor, diagnostic practice, puânn-nuá, vernacular expertise, composite 

nar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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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植物健康是國際備受矚目的議題。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定 2020 年為「國際植物健康

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Plant Health），指出病蟲害每年造成全球約四成的糧食

作物損失，保障植物健康即是保障生活的基礎，政府合該支持全國或區域性的植

物保護機構發展（FAO, 2020）。在臺灣，農政部門期待植物醫師1制度成為植物

健康的重要推手。 

植醫在臺灣不算是新鮮事，植保學界早在 1994 年即倡議「每一鄉鎮市應設合

格專任植物醫生」。二十多年過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在 2021

年推動「補助地方政府及基層農會聘用儲備植物醫師輔導農民示範計畫」，媒介

約百名植醫進駐農會、鄉鎮公所以及農委會轄下的試驗改良單位2駐診，即時協助

農民處理病蟲害或作物生長不良的田間疑難雜症。 

官學界積極推動植醫制度，呼應食安意識與農藥議題興起的社會氛圍。根據

印度蔬菜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Vegetable Research, IIVR）2013 年的出版品，

臺灣每公頃農地的農藥流通量為 17 公斤，是另類的世界冠軍，遠高於世界平均值

的 0.5 公斤（Kodandaram, Saha, Rai, & Naik, 2013）。這數據之所以值得重視，是

因為農藥雖是保障植物健康的重要角色，但它對消費社會更意味著風險與負面意

涵。農產品農藥殘留問題廣受關注，啟人疑竇的是相關管理法規似乎未如實反映

在產地現場，隨著檢驗方法與儀器的精進、檢驗項目的擴大，農藥殘留的檢出率

逐年稍增，2012 年至 2016 年間的違規率約在 10.2%至 12.8%間（陳瑋芸等，

2017），民眾對於農藥殘留的食安問題，亦具備高度的風險感知（林宗弘、蕭新

煌、許耿銘，2018）。若未合理使用農藥，對於生產者也是巨大的拖累，孫岩章

（2018:51）強調這在在增加了農民成本支出、農民中毒機率、作物藥害副作用、

缺乏正確診斷而防治失敗等狀況。 

為建置更健全的植物健康體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 2017 年底提出「化學農

                                                
1 由於專法尚未通過，目前植醫的正式稱謂為「儲備植物醫師」。這意外引起醫師公會組織反對

使用「醫師」的爭議，未來可能因此更名為植物醫療師、植物醫學師等。本文一律簡稱植物醫師

或植醫。 
2 諸如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 各區農業改良場、茶業改良場等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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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十年減半」施政方針。當中十項行動策略之第七項即為推動植醫機制，「植物

醫師法完成立法前，鼓勵農民團體聘用實習植物醫師，指導農民精準合理用藥」

（農委會，2017）。行政院食安五環計畫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也期待借重

植物醫師在地駐診機制，減少農民對化學農藥的依賴（行政院，2022）。 

此外，農政部門近年推廣病蟲害整合管理（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講究田間預防管理大於農藥治療，農藥應該作為病蟲害防治的最後底

線；農民噴撒農藥中毒的職業安全也受到官學界重視（吳威德、何雨芳、張靜

文，2020；孫岩章，2018），農藥中毒納為農民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的保障範圍；

以及食安意識與產銷履歷制度的興起，在在皆豐富了植物保護的內涵，也改變了

農業推廣工作者與生產者的定位與行為。植醫專法草案即把「植物有害生物綜合

防治技術、藥劑與資材使用之指導及推廣」明列為植醫應執行的業務。 

官學界賦予植醫高度期待。隨植物保護技術與法規愈趨複雜，植醫應具備全

方位的田間知識，即時提供農民對症下藥的防治方法，減少重複或不必要的藥劑

使用、防疫有害生物，並根治層出不窮的食安問題等等（陳均岳，2011；陳淑

敏，2019；顏辰鳳等，2018）。值得注意的是，每當農藥殘留檢驗不合格時，官

方即呼籲農民應遵循法令並安全用藥，或者學界批評農藥資材行「經常不分病害

輕重大小，就直接推薦農民使用多種農藥以涵蓋不同的症狀，造成農藥使用氾

濫」（陳慧萍，2021）、「多趨向同時介紹幾種藥劑，只要其中一種有效即可讓

農民信服，犧牲的是農產安全及消費者利益」（孫岩章，2018:46）。 

不過，氣候、栽培方式、作物特性、法規、化學農藥替代品開發等，皆可能

影響農藥使用量偏高（李宜映、簡志丞、毛怡文，2019），如此強調植醫輔導農

民合理用藥的專家定位，以及預設產地端的用藥認知有限、推廣教育不足的觀

點，更過度忽視了農業生產的在地脈絡。如 Galt（2009）研究哥斯大黎加的作物

為何持續農藥過度殘留，發現這並非過去普遍以為的用藥推廣教育、農民認知的

不足，而是與連續性作物頻繁收穫的生產特性有關，更是農民為了保持市場競爭

力與經濟效益的必然結果。農民有時在產地現場甚至能表現得比專家更加強勢，

如簡妤儒（2018）探討臺灣畜牧業用藥議題，指出產業獸醫在實務的能動性遠小

於農民。即使法規設計上，產業獸醫被期待是能夠傳遞正確用藥知識並把關監督

的專家，然而過往藥商與農民的互動歷程，使得農民早已認定獸醫診斷應為畜牧

周邊產品隨附的免費服務；產業獸醫執業上也容易在自身專業、法規、藥廠或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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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廠的商業利益、農民的人情求助等等複雜因素間陷入膠著（簡妤儒，2018）。 

那麼，植醫的執業處境是否也容易陷入力不從心的窘境？農民對於植醫制度

存在贊成的條件及質疑，陳雅惠（2014）早前調查農民對此的態度，發現約 72%

受訪者有意願參加此制度，但若服務沒有效果、需要收費、不能至田邊提供服

務，則不贊成；農民對植醫也有「病蟲害大都為固定，且依據農民經驗可事先預

防」、「沒有實務經驗，紙上談兵，不會比農民有經驗」等疑慮。相關媒體報導

也提及，示範計畫上路後，植醫容易遭遇「厲害的農友早有一套自己的技術」

（田育志，2021）、「面對長年走慣行的老農，仍然需要持續的溝通」（李佳

芳，2021），甚至當面遭農民反彈診斷建議不符合實務可行的「震撼教育」（林

怡均，2023）。在在透露著，植醫進到鄉村情境的過程未必一帆風順，難免有所

摩擦或調適。 

植物醫師被描繪為對社會貢獻良多的專家，是承負許多美好願景的職業。臺

灣這三年陸續出現百名植醫駐診在鄉村，可惜當前對他們的認識仍停留在政策宣

傳與少數的媒體露出，我好奇並期待釐清植醫在鄉村的際遇。這一群具備科學訓

練與政策支持的新專家角色，可能身歷與經驗老到農民的溝通不良、科學知識和

臨床實務間落差等震撼教育，他們究竟要如何在田野現場擔任好一名植醫？ 

 

二、植物醫師制度的發展 

植物醫學與植物醫師並非臺灣獨有的經驗，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在 1999 年率先

成立專門的植物醫學學程。由於田間問題包羅萬象，除了病蟲害，亦須判斷光

源、營養元素等等影響作物生長的因素，研究導向的教育、或者分散而各自專精

的農業應用科學訓練，皆難以正確診斷各種問題，植物醫學的獨立設計方符合實

務需求（Agrios, 2001）。 

美國以外，中國、日本、泰國、埃及等國也陸續發展植醫相關的科系學程、

機構與機制（McGovern & To-Anun, 2016）。例如日本，通過植物保護技術士國

家資格考的考生，可進一步參與日本植物醫學協會主辦的書審、筆試與面試，合

格後可取得協會頒發的植物醫師認證。協會對此下的定義是：「植物醫師作為植

物保護專業人士，擁有關於診斷、治療、防除和預防各種障礙，以保護植物健康

所需的進階知識、經驗和技術，他們致力於食品的安全和穩定供應，以及環境的

保護，為社會做出各種貢獻。」截至 2022 年 4 月，有 101 名植物醫師執業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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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部門單位 3（日本植物医師会， 2022）。或如國際應用生物科學中心

（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Bureaux International，CABI）自 2011 年起主導的植

物智慧（Plantwise）計畫，截至 2023 年 6 月在 34 個發展中國家成立 5000 多間植

物診所，並培訓 13000 多名植物醫師，供農民攜帶作物樣品前來診所尋求病蟲害

防治建議，累計服務了超過 5400 萬名農民。相關研究指出，這些植物診所提供的

診斷建議，有助於小農有效防治病蟲害、防止預期產量損失、紓解貧窮、減少農

藥使用，並橋接更多的資源、更新的技術及資訊予農民（Bentley, et al., 2018；

Danielsen, et al,. 2013；Toepfer, et al., 2020），其他發展中國家也紛紛效法概念雷

同的駐地植物診所（Ghiasi, Allahyari, Damalas, Azizi, & Abedi, 2017）。 

在植醫示範計畫開跑前，植物醫學在臺灣已行之有年。自 2008 年起，屏東科

技大學、臺灣大學、嘉義大學與中興大學陸續成立植物醫學相關系所與學程，並

也創辦 5 間提供植物診療服務的植物教學醫院（含臺大雲林分院）。孫岩章

（2012）將國立臺灣大學「植物醫學碩士學位學程」正式招生的 2011 年，稱作臺

灣的「植物醫學元年」。他認為，植物醫學能夠最佳化作物的健康管理、調查並

預防管理田間流行病，而綜合「病、蟲、草、藥、營養、栽培、公害、逆境」之

「診斷、處方、管理」能力的植物醫師，即可最小化農民的生產成本，最大化其

生產利益（孫岩章，2018: 28）。 

防檢局在 2008 年開始研擬《植物醫師法》，於 2016 年公告草案，規劃將植

醫納入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體制，並在 2017 年「獎勵地方政府落實推動食安五環改

革政策計畫」、2018 年「農企業及農業合作社聘用實習植物醫師示範計畫」，提

供經費鼓勵地方公私部門聘用植物醫生。截至 2021 年初，除了 9 名植物教學醫院

的植醫，計有 18 名植醫服務於地方政府，以及 6 名於農企業或生產合作社（蔡馨

儀、歐陽瑋、顏辰鳳、陳子偉，2021）。相關事紀可見下表 1： 

 

 

 

   

 

 

                                                
3 他們 47%服務於地方政府，24%於農企業，14%在國家研究機構，10%在學院，6%獨立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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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臺灣植醫發展重要事紀 

 

防檢局 2021 年至 2023 年進一步辦理「補助地方政府及基層農會聘用儲備植

物醫師輔導農民示範計畫」，前兩年各新聘 46 名植醫，第三年聘 8 名植醫4，支

應人事與設備經費，提供農民免費、即時且全方位的診斷諮詢服務。根據「儲備

植物醫師服務場域列表」，這幾批植醫新鮮人主要服務於農會（78%），其次為

農委會轄下的試驗改良單位（12%）與地方公所（10%）。 

植物醫師被期待彌補改良試驗單位專業性人力不足，以及地方政府人力及專

業知識不足的問題（甯順熙，2021）。當前植保相關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為

農藝科、園藝科以及林業科的技師，較未講求其田間病蟲害診療能力；公部門提

供的植保諮詢服務，為試驗改良單位裡的作物病蟲害診斷服務站，供農民送樣或

者透過 Line 線上諮詢，或農委會 2017 年擴大實施原由地方政府推動的「農業張

老師」計畫，專家團隊會不定期在改良場所、農會或地方公所提供即席的諮詢服

務，它們同樣是免付費的服務，但機動性與覆蓋率畢竟不比駐地植醫。官學界植

保專家往往舉辦講習會，教育訓練農民，然而也缺乏長期的追蹤與個別輔導，講

習內容未必得以落實（防檢局，2018）。防檢局因此期待制定植物醫師專業體

                                                
4 根據招募公告，申請者須畢業自農業相關科系，植物醫學、植物保護相關科系／學程優先錄取。

另根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聘用儲備植物醫師工作酬金支給參考表〉，依各機構規定之薪點為主，

並不得超過：學士第一年 280／第二年 296／第三年 312 點，碩士第一年 328／第二年 344 點／第

三年 360 點，薪點折合率為每點新臺幣 129.7 元，服務表列偏僻地區每點 13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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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升臺灣植物保護水準。立法院也在 2022 年 11 月，初審通過《植物醫師

法》草案，是植醫近三十年發展過程的重要里程碑。 

三、植醫的診斷工作 

植物疫病蟲害的病因診斷是植物醫師的首要工作（孫岩章，2018:122）。診

斷是個籠統的詞，例如依診斷目的，可分為診斷初始或潛伏病徵、死亡害因、健

康檢查、鑑定新疫病害蟲害等等；依診斷方法可分為分子診斷、培養診斷、光學

掃描診斷等（孫岩章，2018:122）。然而，這樣的討論相對停留在「診斷作為分

類」的階段，我期待由「診斷作為過程」深入理解植醫的診斷經驗。 

在醫療社會學的討論中，診斷可以是分類工具或實作過程，兩者密切關連並

相互構成，是醫病關係的重要基礎（Blaxter, 1978；Jutel & Nettleton, 2011）。診

斷作為分類工具，是一個社會理解健康與疾病、正常與異常的重要依據，藉以界

定並描述疾病的病因與症狀；診斷作為多元的實作過程，則藉助各種儀器與技術

提供病情證據、確認由誰的專業來管理疾病、決定甚至規定了後續的處理方案、

推估治療後的可能結果、避免不必要處理方式帶來的風險、傷害或資源浪費，從

中也發展出參與者的特定身份認同，諸如醫生的權威角色或者患者的負面標籤

（Armstrong, 2014；Blaxter, 1978；Jutel & Nettleton, 2011；Hobson‐West & Jutel, 

2020）。不過，診斷未必是醫師單向傳遞資訊給患者，也不僅僅發生在臨床情

境。當相關的健康管理資訊散布在日常生活裡的各種媒介，臨床以外的複雜因素

使診斷除了共識以外，也可能充滿爭議，成為各方斡旋下的協商（ Jutel & 

Nettleton, 2011；Jutel, 2015）。 

診斷的實作過程也適用於討論動植物的健康診斷。例如 Law 與 Mol（2011）

指出臨床、實驗室和流行病學對於「口蹄疫」其實是各自表述，並各自實作出不

同邏輯與證據的疾病版本，他們提醒，這些版本不會同時保持開放，我們須留意

到哪一個版本受到凸顯，加以應用時又有何利害得失。Enticott（2012）也以牛結

核病為例，亦指出「在地化的普同性」（local universality），疾病在不同的臨床

背景也會浮現不同版本，獸醫隨之就有因應情境的權宜診斷界定方式。 

獸醫的臨床診斷上，較之人醫將遭遇更加廣泛、更高度不確定性的情境因

素。診斷，一方面有助於獸醫確認自己作為專家的認同，然而由於患者為不能

言、不能決策的動物，獸醫需要將現場看診時感知到的混亂資訊轉化為診斷的基



doi:10.6342/NTU202302663

 

7 

 

礎，同時也面臨諸如農民對於農場動物接受治療的願付價格與成本考量、農民認

為獸醫經驗不足等問題，診斷因而會被否定，被否定的結果甚至可說是常態

（Hobson‐West & Jutel, 2020；Knights & Clarke,  2018）。在這些挑戰下，獸醫的

診斷過程，很難是他們自己認為嚴謹、合乎邏輯的過程；也就是說，他們的臨床

專業知識並不是固定技能，往往是暫時性且與情境因素共同協商出來，面臨到的

不確定性、否定與質疑也讓獸醫容易產生高度焦慮，永遠覺得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Clarke & Knights, 2018；Knights & Clarke,  2018）。 

相關取徑的植醫診斷過程研究並不多。楊雨慈（2019）根據自己的實習植醫

經驗，整理植醫的診斷流程，首先得了解植物基本資訊（如種類、種植前處理、

種植時間、藥肥管理等），接著觀察記錄植物的問題與可能原因（如異常特徵、

問題的分布方向性、田間聚集性、問題的進展、天氣狀況、相關栽培與操作過程

等），然後在實驗室判斷影響植物健康的可能原因（如以顯微鏡觀察，異常組織

的分離和培養、有害生物的分子檢定、土壤或植體分析），最後據此提出妥善處

理的方法。然而，其並未交代植醫置身情境裡如何與農民互動、說服他們採用診

斷建議等 

在 CABI 設置於尼泊爾與馬拉威的植物診所案例中，Bentley 等人（2017）發

現來求診的農民偏好與植醫口頭溝通，植醫須培養較好的溝通能力，得以當地語

言流暢對話。農民有時會忘記或記錯一些口頭建議，如果書面的處方單上農藥稀

釋比例以公克／公升表示，或者以英文書寫診斷結果和農藥名稱，或者內容過

長，便容易造成農民理解困難，不利於農民衡量與採納診斷建議。因此，有的植

醫會在處方單背面以當地語言寫下建議摘要，這被視為有效且創新的溝通方式

（ Bentley, Phir, Tegha, Nyalugwe, Pindani, Danielsen, 2017 ； Bentley, Sharma, 

Pandit,& Danielsen,  2017）。這透露著，農民有習慣的互動方式，植醫也得調整作

業方式，方便農民採用診斷建議。不過，由於農民是前往植物診所求診，植醫的

參考依據便只有農民口頭提供的資訊或樣本，無法在田間臨床情境展開診斷，診

斷也停留在單向的資訊傳遞，看不見雙方的協商。這與臺灣植醫所面臨的狀況或

有所差異。 

四、農業生產的專業知識與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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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官方或學院的學理，臺灣鄉村既存一套在農民經驗、農友與資材行間

所流通並形成的農業生產知識。陳雅惠（2014）發現，農民「遭受病蟲害」的優

先諮詢管道為農會（23.6%）、農藥行（21.12%）、鄰里友人（16.77%）與官方

農業研究機構（11.18%）；「農藥使用方法與用量之諮詢管道」的優先管道則以

自身經驗為主（32%），其次為農會（26.87%）、農藥行（26.12%）、鄰里友人

（9.7%）、官方農業研究機構（3.73）。從中可以注意到，官方農業研究機構並

且是農民相對最不偏好的資訊來源。張郁蔚、邵芷羚（2017）以深度訪談及資訊

視域圖為徑，探討農民的農業資訊獲取行為，進一步指出他們很少依賴單一來

源，不過多樣化資訊來源中的首選乃是人際網絡，也就是偏好諮詢其他農友的非

正式人際網絡溝通方式。 

主要基於人際關係而形成的草根知識，往往訴之農民主觀的體驗與操作，缺

乏普遍性的闡述（張宏政，2004）。難以言之有物、銘刻在身體的技術與知識，

因此得透過生產現場的互動，方能在有限的人際網絡當中流傳（楊弘任，

2002）。許多生產資訊也在吃飯泡茶的日常聊天場合裡口耳相傳，由於此時分享

的農業技術「涉及社群對一位農民的評價，適度地分享秘訣是必要的」（Yeh, 

2016）。值得注意的是，人際關係講究的是不只是耕種能力評價，更在人與人間

的熟識，例如老農唯有面對相熟的青年農民，才會願意向他們吐露許多在地農業

知識的要點（莊彥輝、陳毓璟，2017）。 

在地深耕的農業資材行也在草根網絡中舉足輕重。資材行老闆為了回應農民

遭遇的問題，須精通各種田間問題，從中並與農民建立深厚的情誼與頻繁往來

（Yeh, 2016）。由於資材行與農民相對沒有競爭關係，資材行老闆容易蒐集、修

正並整合農民的生產細節，協助農民建立栽培管理模式（顏碧吟，2008），甚至

「農藥行才是農民的老闆，他們叫農民做什麼農民就做什麼，但不同的是農民隨

時可以換老闆。」（葉守禮，2021:116）。也就是說，資材行在農村往往扮演的

技術指導與推廣的重要角色。然而，這樣非正式的技術與知識傳遞，可能片面而

瑣碎，尤其資材行間的建議未必一致，可能使農產品間的品質規格有所落差，不

利於供應鏈產銷管理與地方共同品牌的發展（葉守禮，2021）。 

有意思的是，當前植醫相關報導往往宣稱資材行未經嚴謹專業訓練，胡亂推

薦用藥，導致用藥氾濫的陋習。「有時請農友列出用藥清單，洋洋灑灑十多種藥

劑，常有一半以上是無效、不需要、或效果重複的藥，農民只是噴個心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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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芳，2021），由此肯定「會替農民建立植物病歷表、追蹤用藥效果、檢測

殘留等，是傳統農藥店做不到的」（李佳芳，2021）的植醫，有其必要性與執業

空間。 

上述的討論，揭示產地既存一套根深蒂固的田間管理辦法。植醫在制度設計

上被賦予的期待與功能，與農民、資材行的生產習慣難免有所摩擦，這背後涉及

一個根本問題是：學院訓練出身又有政策支持的植醫、經驗深厚的農民與熟稔產

地實務的資材行，誰才是能力足以處理田間疑難雜症的專家？ 

在 Collins 與 Evans（2002）的討論中，植醫、農民與資材行或許都可以被視

為專家。Collins 與 Evans（2002）指出，針對經驗與知識間的張力與矛盾，應該

重新界定常民與專家的分野。他們認為，未必被各種學位或證書所認可的、能透

過練習來獲得技能的經驗，才應當是專家的基礎，並進而將分四類專業知識

（expertise）：1. 沒有專業知識（no expertise），即便人們對某項目具備大量經

驗，但該項目（例如睡眠）的專業程度不足以進行社會學分析；2. 互動型專業知

識（interactional  expertise）：能夠流暢使用一種實務語言，可以藉此與其他參與

者互動並累積知識；3. 貢獻型專業知識（contributory expertise）：高度投入該領

域，有足夠的知識為科學做出貢獻；4. 參考型專業知識（referred expertise）：不

一定與知識累積直接相關，但可以應用到科學研究計畫的管理（Collins＆Evans, 

2002、2015）。 

互動型專業知識更是轉譯（translate）的重要前提（Collins & Evans, 2002）。

「轉譯」來自 Latour（1987）著名的實驗室研究。當農場發生難解的怪病時，科

學家得不斷來往實驗室與農場，將病菌從田間帶回，以培養出小規模的炭疽病來

進行實驗。一步步研發疫苗的過程中，更須說服農民配合，使農場的環境得以符

合實驗室的條件，達成科學家作為計算中心的行動者網絡，才能夠研發出疫苗，

更才能在農場成功發揮防疫效用（Latour, 1987）。行動者網絡的鞏固需要「轉

譯」，亦即科學家重新界定農民的興趣與利益，並將其加諸農民身上，藉此說服

他們參與試驗（Latour, 1987）。也就是說，科學家若要成功轉譯其生產的科學成

果，不同行動者間需要有相當程度的共識，亦即有共同的興趣與利益。 

在這樣的論述中，科學家是強勢的計算中心，在情境當中有能力說服他者，

單向轉變社會的組成，再造新的運作秩序。然而，面對網絡中複雜的組成與考

量，難免發生諸如共識不足或建議無用的限制與窘境。如 Noy與 Jabbou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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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國懷俄明州的農民如何決策，發現縱然專家追求生產利益的極大化，農民

首要追求的卻是工作的彈性，也就是能自由彈性地想要什麼時候噴藥或採收，就

什麼時候去做。或如簡妤儒（2021）以養蚵業的人工附苗技術為例，指出專家、

技轉申請者、生產者的知識各有脈絡性，各方關切的生產風險以及對於風險的因

應方式不同，理想的轉譯便難以發生。蔡介庭（2015）也指出，專家與芒果農對

於技術的可信度基準不同，專家在意的是學理的支持，農民在乎的則是有效成

果；他們的風險承擔基礎也不同，對於專家而言，技術未在田間情境生效，是實

驗階段的一次試誤，但這直接關乎農民的生計。種種落差便容易轉譯失敗。 

這提醒我們，農民面對專家的知識時不會是單方面的妥協，農業生產乃是各

方技術、知識與經驗交互的協商過程與結果，因此，專家得意識到僅憑自己的專

業知識並不完整，須重視在地知識，並與其他行動者互動交流（Carolan, 2006；

Ingram, 2008）。這也凸顯出互動型專業知識的重要，Carolan（2006）訪談對象

中有一名由其他產業轉職的農民，他能夠輕易往返農民語言與科學語言，並注意

到專家往往因為不理解農民習慣的交談方式而難以有效溝通。 

Lowe、Phillipson、Proctor 與 Gkartzios（2019）認為互動型專業知識不僅訴諸

語言，更涉及知識如何被調整、情境化的一系列互動與創造性過程，他們進一步

提出白話專業知識（vernacular expertise），強調專家須與情境中的條件與人們持

續交流，方能成為田野導向（field-oriented）的專家，創造出情境可行的方案。 

Collins與Evans（2015）期待專業知識的討論，能適當開放社會上不同群體參

與公共決策，達成知識更多的民主化與更少的民粹主義。這也反映著，當專家進

到產地現場時，生產者與在地知識如何參與專家的判斷與決策。農民不是單方面

被輔導的角色，他們會提供許多地方資訊，使專家更為熟悉地方，相應調整試驗

內容（Carolan, 2006）；專家更得掌握地方的知識與感受，方能配合科學知識，

做出有效的決策（Ilbery, Maye,& Little, 2012）。 

專業知識與轉譯，提供我們深入理解植醫診斷過程的解釋觀點。植物醫師的

知識不少來自學界較新的植保學理與技術，例如害物綜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概念。IPM 大的框架與原則下，保留權宜操作具體細節的空

間，簡言之乃以多元防治手段，將害物族群密度控制在經濟危害閾值之下；注重

預防管理更勝於治療，化學農藥應為最後防線，不得不採用時也應慎選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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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非標靶生物影響最低的藥劑（楊秀珠，2001）。如何將 IPM 概念融入診斷

建議，更得在情境內生效，便考驗植醫的轉譯能力。 

轉譯的難關也在於，植醫執業處境可能落入前述臨床獸醫在田野現場能動性

低的雷同窘境。如媒體指出不乏農民當場質疑植醫因為缺乏耕作經驗，提供實務

不可行的建議（林怡均，2023），這一群新專家角色面臨農田裡的疑難雜症、生

產現場混亂的感官資訊、經驗老到農民對其診斷的否定、農民各種需求的效益考

量等等。值得追問的是，植醫在當中如何透過科學儀器與檢查技術，提供病徵證

據、確認處理的方案；如何將診斷建議與 IPM 等概念轉譯給農民，避免不必要的

農藥使用、改變農民田間管理的概念與行為，面臨什麼樣診斷被否定的狀況；植

醫在診斷過程又發展出什麼樣的專業知識樣貌。 

當前已發表的植醫相關社會科學研究，主要是評估植物診所在發展中國家農

村社區所帶來的生產益處與創新傳佈（Bentley, et al., 2009；Bentley, et al., 2018；

Danielsen, et al,. 2013；Ghiasi,et al., 2017）；由於臺灣仍處於示範計畫階段，主要

則為農民參與植醫制度的意願或態度調查，以及效益評估（陳均岳，2011；王仁

駿，2015；林映彤，2022；陳雅惠，2014），或者植醫在法制的定位（甯順熙，

2021）、植醫實習的診斷案例整理（楊雨慈，2019）。大眾視野也仍然停留在少

數的政策宣傳或媒體報導露出。我期待自己深入了解植醫這個新專家角色的勞動

經驗，以及他們進入農村可能遭遇的摩擦與協商。具體的三個研究提問為： 

（一）植物醫師的駐診工作，具體而言是在產地情境展開什麼樣的診斷過程？ 

（二）植物醫師如何與農民互動，以將診斷建議轉譯成情境裡得以生效的方案？ 

（三）他們須具備什麼樣的專業知識，才能在田野現場擔任好一名植醫？ 

本文分為六個章節。在第一章〈緒論〉鋪陳研究提問與文獻基礎之後，底下

接著第二章〈田野的實踐與書寫〉說明研究對象，以及我如何蒐集並處理田野資

料。第三章至第五章為主要的分析。第三章〈植醫的診斷過程：臨床脈絡與儀器

檢驗〉與第四章〈當植醫與農民打交道：轉譯與盤撋〉部分內容以敘事方式呈

現，奠基此上，進一步討論植醫置身田間致病脈絡與實驗室時的診斷舉措、如何

將建議轉譯給農民，診斷過程又座落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中。第五章〈植醫養成

紀：白話專業知識的取得〉指出，要擔任好一名植醫，須取得並發展出白話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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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接著解釋植醫案例於此理論視角中的特色與補充。第六章〈結語〉總結植

醫案例帶來的學術與實務啟發，以及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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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田野的實踐與書寫 

為了回應前述的研究問題，我透過深度訪談與田野觀察，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間訪談了 12 名植醫與 15 名農民。此外也輔以次級資料，將 14 篇由植

醫執筆，分享其駐診經驗的專欄文章也納為研究材料。以下三個小節，我將詳述

研究設計以及資料處理程序。 

一、研究對象 

沒有誰真正孤自遭遇並處理問題，情境裡的每一個行動者皆是在跟他人相互

依賴、共同行動的處境中作出反應（Burkitt, 2016）。當我們討論植物醫師遭遇田

間疑難雜症、其執業的能動與脆弱時，須放諸更為宏觀的「植醫—農民」互動關

係來思考。我因而將研究對象框定為：植物醫師，以及與植醫有所合作的農民。 

在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間，我拜訪 9 名在地駐診的植醫，在跟隨其勞

動行程的過程中進而接觸 15 名農民，並分別深度訪談他們。訪談植醫的地點主要

在植醫的辦公室，訪談農民的地點則在他們的農田。訪談是田野工作的重要一

環，沉浸於田野情境的訪談有若干好處（Rinaldo & Guhin, 2022）：有助於我了解

他們是如何看待並詮釋他們的處境，更能將現場觀察到的資訊——例如非語言的

互動、農民與植醫間的閒話家常、農田與鄰田狀況、植醫使用的儀器等——轉化

成追加的訪談問題。 

由於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往往駐守於該單位的診斷中心，田間出診的頻率較

低，我選擇在農閒期間線上訪談他們，共訪 3 名。透過立意抽樣，我盡可能拜訪

駐診在各地區不同單位的植醫。總計 27 名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可見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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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訪者基本資料 

 

當中，10 名植醫來自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防檢局示範計畫，其中又有 2 人

在這之前即曾任職為農企業與植物教學醫院的植醫。我將適合受訪植醫的條件限

制為「執業經驗一年以上」，也就是排除 2022 年中旬才開始執業、可能仍處於摸

索階段的新手植醫；惟在田野後期拜訪 1 名執業經驗僅半年的植醫，作為對照個

案，藉以確認我在田野過程中浮現的初步解釋觀點。 

農民方面，他們皆是植醫口中的專業農，意即並非做「開心農場」的假日農

夫。不過他們未必是全職農，除了 2 名農二代之外，其餘受訪的農民皆曾或仍正

在從事其他工作。但從農經歷皆至少在 5 年以上，皆非新手農民。 

除了訪談逐字稿與田野筆記，我額外蒐集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發行的《農情》

月刊5。其自 2022 年 3 月起新增植醫專欄，由高屏地區植醫輪流執筆，分享他們

常被求診的田間問題、建議的防治方法或工作心得。高雄區《農情》是我蒐集資

                                                
5 《農情》為桃園區、苗栗區、臺中區、臺南區、高雄區、花蓮區、臺東區等地區的農業改良場

每月各自皆會出版的月刊，內容「偏重於政令宣導與活動報導，主要內容包括：專題報導 、農政

措施、試驗研究成果、植物保護、推廣活動、農業新知等」（文字擷自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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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期間，碩果設立植醫專欄的刊物，有別於官方決策端的政策設計與期待，是少

見從植醫自身觀點出發的植醫經驗談。我將 2022 年 3 月至 2023 年 4 月間的 14 篇

專欄文章納入研究材料，一方面留意植醫行文是如何敘述農民與病蟲害、提及哪

些影響診斷作業的重要條件，一方面也斟酌文中案例是否適用於聚合式敘事的事

例。 

二、考察「關係」的田野技法 

人們置身在廣袤錯綜的關係當中。Desmond（2014）提醒，當我們想要研究

特定社會情境下的關係時，必須有所取捨，聚焦在關係的主要連結，若貪想囊括

所有的連結，反而容易顯得雜蔓而失焦。那麼，當我們進入田野，究竟該如何研

究抽象、模糊，難以言之鑿鑿的關係？如何領悟到植醫與農民間的關係是如何成

立，使植醫的專業知識有所發揮，協助農民處理田間生產的難題？過程中又反映

出哪些值得仔細探究的特色？就此，關係民族誌提供許多具體的訣竅與啟發。 

關係民族誌的考察重點，不在於單一地點或群體內部的密切性，而在於各種

關係的部署；做田野，目的即是為了描繪這些關係的組成與動態特質，田野要做

得深，得著眼各脈絡疊加下，關係的連繫與變動（Desmond, 2014）。取徑上，研

究樣本應該包含至少兩種類型的行動者，他們在特定情境裡座落不同位置，彼此

密切糾纏，可能相互依賴或衝突頻發，之間或共享著誤解，或一同創造出意義

（Desmond, 2014）。 

Desmond（2014）進一步提供 4 項關係民族誌的考察重點：研究田野

（ fields）而不只是地域（places）、研究邊界（boundaries）而不只是群體

（bounded groups）、研究過程（processes）而不只是作業的人們（processed 

people），研究文化衝突（cultural conflict）而非群體文化（group culture），相當

程度皆頗適用於植醫與農民間關係的探究。 

首先，研究田野，是因為所謂的關係並非依循地域分界才劃分出，較妥適的

討論背景應是關係得以從中浮現的特定情境，並應留意當中的條件與配置。當前

約百名植醫分散於臺灣各地鄉村，我不拘泥單一農村社區，而盡量就植醫的分布

與勞動行程，著眼其與農民發生互動的各處田野。 

許多植醫的日常，乃移動在實驗室與不同農田之間。對於這樣多點間頻繁往

復的位移，Graizbord、Rodriguez-Muniz 與 Baiocchi（2017）建議，研究者適宜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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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專家的移動，觀察他們如何連結上他人，介入其行為，進一步可窺知專業知識

是如何位移，又如何在各種物質與互動關係所形構的多元介面下積累。因此，當

我聯絡植醫的受訪意願時，也確認是否方便跟隨他當天的工作行程。這使我看見

植醫在農會倉庫協助農民添購資材、在田間與農民交談或進行監測作業等不同情

境。 

研究邊界與過程，是因為群體內部也許存在相當大的歧異，需要注意到他們

的異質與獨特性。不過，研究視野也不該停留在個人層次的態度，宜放諸植醫與

農民在情境中頻繁溝通、互動出的纍纍關係，進一步即得留意關係的表徵與迭

變，以及中介或再形塑著關係的文化、政經種種因素。 

植醫不是均質的群體，他們來自不同專業背景、駐診在不同的單位，對駐診

地的情境，有著自己的理解與回應方式。相關報導雖強調植醫與青年農夫的配合

度較高（田育志，2021；李佳芳，2021），不過，僅以年齡來區分農民稍嫌狹

隘，我也考量到農民間具備殊異的生產習慣與需求，產地風土、作物別以及產銷

系統也可能相差甚遠。在在或皆影響著植醫與農民關係的連繫、失敗或重組。這

也呼應 Eyal（2013）的提醒，即以網絡的思考方式，追蹤哪些條件支持了專業知

識特定形式與實作關係的出現。 

值得注意的是，Desmond（2014）較未關注到關係裡的非人文面向。專家使

用哪些儀器設備，又如何應用它們，諸如此類的物質也該是田野觀察重點

（Graizbord et al., 2017）；尤其農業生產飽含人、自然與科技的交纏關係，研究

者應當捕捉並凸顯出非人的多樣性（Darnhofer, 2020）。在跟隨植醫的田間工

作，或者訪問農民認為植醫幫助最大的地方、近幾年印象比較深刻的田間問題

時，我也察覺到他們相當有感於極端氣候對農業的影響。外在環境的劇烈變化，

讓田間出現農民難以憑經驗來解決的新興問題，農民也期待經由儀器與數據，植

醫能夠確切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什麼、該怎麼做。這些非人面向，皆密切參與著植

醫與農民的關係，我因而留意田野當中，這些科學用具與氣候特性等非人的重要

性。 

研究文化衝突，旨在透過不同群體間的不和諧，更周全的了解關係的樣貌。

由於我接觸到的農民，主要是由植醫轉介，也就是與植醫配合相對熱絡的一群。

我因此會特別詢問植醫是否曾面臨農民採納診斷建議後卻未能見效，或者農民不

信任、甚至否定其建議的窘境，以及駐診過程歷經的挫敗與自我懷疑等；我也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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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受訪農民是否知曉周邊農友對植醫的評價。藉此，期待有助於進一步釐清植醫

與農民關係的連繫與脆弱。雖然我主要訪談的農民對象存在這樣的侷限，但畢竟

我的研究提問不在於評估農民接觸植醫的意願暨原因，這也許反而讓我更加聚焦

也更好回答植醫的專業知識，是如何在產地情境的關係與條件下落實。 

最後，我也反思自己置身田野的影響與限制。例如，當我跟農民打招呼時，

會先介紹自己就讀農業推廣科系，不少農民因此會向我抱怨相關政策或者產銷困

境，這雖有助於我快速掌握他們的生產背景與觀點，但也得辨識出這些訊息裡到

底蘊藏哪些是真正與我在意的現象有關。或者，我的陌生外來者身份，可能致使

某些對話無以順利發生或有所變形；而我在農業應用科學上可說是一竅不通，當

植醫與農民深入討論生產細節時，我很難進入狀況。因此，我通常在拜訪完農民

之後，立刻再補訪植醫，向他們確認方才的討論內容、情境對話較之平常的異同

等等，盡可能彌補這些限制。 

 

三、資料處理 

（一）聚合式敘事 

在徵得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我的訪談與田野觀察幾乎全程錄音，盡可能趁

早謄錄為逐字稿與田野筆記。我並選擇「聚合式敘事」（composite narratives），

作為主要的資料處理方法，藉以呈現部份研究成果。 

聚合式敘事，是一種能夠有效探究並呈現個體置身情境之複雜性的方法。其

壓縮了蒐集自多個研究對象的材料，將其建構為某一角色的觀點敘事，並不額外

添加研究者的詮釋（Wertz, M. S., Nosek, M., McNiesh, S., & Marlow, E. 2011；

Willis, 2019）。透過兼具個人經驗感受與廣泛情境要素的聚合式敘事，可以展現

其代表群體的經驗異同、更好的匿名研究對象、提升讀者的共鳴，使學術界內外

的讀者皆能對特定群體有更多認識（Johnston, Wildy, & Shand,  2021；Wertz, 

Nosek, McNiesh, & Marlow,  2011；Willis, 2019；McElhinney & Kennedy, 2022）。

舉例而言，Creese 等人訪談 48 位愛爾蘭醫生，據此建構出 Sean、Bridget、

Shannon、Fiona 與 Aidan 五個角色的五段聚合式敘事，他們分布在不同級別醫療

院所的不同職位，敘事內容為 Covid-19 疫情對他們的勞動和私人生活造成的影

響，後續章節並進一步討論醫師在疫情嚴峻期間的心理健康惡化狀況與妥善支持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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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散見於較新的鄉村研究中，例如高齡農婦、媳婦、農二代等不同法國

農村女性角色的性別展演（Annes, Wright, & Larkins, 2021）、瑞典鄉村學童何以

不熱衷體育活動的探究（Högman, Augustsson, & Carlman, 2022）等。這並適用於

鮮為人知的執業經驗研究，除了 Creese 等人（2021）揭示愛爾蘭醫師在 Covid-19

疫情爆發期間，除了生理上高度傳染風險，更出現恐懼、內疚、孤立等心理健康

惡化，也有 Willis（2018）藉以探究英國國會議員如何理解氣候變遷議題，並對

此採取政治行動。 

我之所以選擇以聚合式敘事處理植醫題目，是因為植醫為新興職業，其工作

項目、角色定位、與農民的交流往來等等，無論在學界或社會大眾的視野中皆屬

陌生。也因為當前的植醫圈子不大，如果透露出產地與作物的特定資訊，恐怕不

難判斷出受訪者身份。藉以聚合式敘事呈現部分研究成果，我期待盡量生動描繪

出植醫執業的處境與體驗，妥切達到匿名效果的同時，也為後續討論提供紮實的

基礎。 

 

（二）合理編織有意義的敘事 

敘事化旨在建立出一個解釋機制，闡述各事件與情境關鍵因素間的相互連

繫。聚合式的敘事化，須運用壓縮技巧，亦即將多個事件或情境整併為一個豐富

的敘事，在這壓縮的過程中，必然由作者選擇敘事內容包含或排除了哪些事例和

細節，再忠於事實也難以完全捕捉出該現象，重點在於再塑那段經驗時，揭示出

新的見解（Caulley, 2008）。 

聚合式敘事的資料處理可結合紮根理論（Johnston,  Wildy,& Shand, 2021）。

面對大量紊雜的田野資料，我參考藍佩嘉（2012）提供的紮根理論「開放式編

碼、聚焦編碼、主軸編碼、理論編碼」系統性編碼流程，反覆閱讀並熟悉資料

後，標註出能夠進一步符碼化的語句，初步整理出「應徵緣起」、「診斷流

程」、「農友評價」等條目。我接著採用 Arjomand（2022）的做法，將條目整理

成一個序列總表，一一輸入每個受訪者對此的回應。這有助於我瀏覽並比較經驗

當中的異同，避免預設與盲點，作為擴展和詳細說明敘事的基石。我然後處理條

目間的關連，將它們進而整併為「作業項目」、「田間輔導」、「轉譯策略」、

「與農友熟」、「與農友聊」五項類目，並詳列出相關事例與語錄，確保涵蓋類

目中的所有特徵。為了凸顯出敘事意義，我也留意事例座落的位置與時空背景、



doi:10.6342/NTU202302663

 

19 

 

文化特色、事件前後變化、情感氛圍等等情境要素，以確認類目的不同面向是如

何被敘述和體驗，最終才發展出能反映集體性與連繫密切性的敘事線和敘事角色

（Johnston et al., 2021；Nasheeda, Abdullah, Krauss, & Ahmed, 2019；Rodríguez-

Dorans, & Jacobs, 2020）。 

綜上，從多個研究對象資料中有條理的挖掘敘事線索，我建構出小尹、阿質

與阿萱 3個特定角色，以第三人稱來呈現 5段聚合式敘事。5段敘事的角色與重點

整理如下： 

1. 敘事一〈小尹〉：試驗改良單位植醫的日常勞動 

2. 敘事二〈阿質〉：駐地植醫的日常勞動 

3. 敘事三〈阿質〉：駐地植醫如何將診斷建議轉譯給農民 

4. 敘事四〈阿萱〉：駐地植醫與農民的人情往來 

5. 敘事五〈小尹〉：試驗改良單位植醫與農民的互動關係 

角色設定上，小尹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阿質與阿萱駐診在農會，他們都是

在防檢局 2021 年示範計畫下入職6。為了凸顯出研究對象的經驗與主體發聲，我

定敘事標題為角色名字，內文不額外添加副標，所有事例細節、引述與對話皆出

自研究材料，並在後續的討論小節才提出我自己的詮釋觀點7。敘事裡部分對話的

原情境乃交雜臺語與國語，礙於我的閩南語漢字或臺羅拼音的書寫能力，難以完

全還原語境，主要仍以中文書寫，部分措辭則採用教育部線上的「臺灣閩南語常

用詞辭典」的用字與拼音，在文字順暢易懂的前提下盡量呈現農民說話的「氣

口」（khuì-kháu）8。 

合理編織有意義敘事的最後階段，是請受訪者檢核、甚至協作敘事內容的確

立，透過他們的反饋來確認內容的嚴謹與準確（Caulley, 2008；Nasheeda et al., 

2019）。在完成 5 段敘事後，我寄送文檔給 3 名駐診在不同單位的受訪植醫閱

讀，並補訪他們：「這符合你、或者你知道的其他同儕狀況的植醫工作經驗嗎？

是否有不恰當或者可再多說一點的地方？」我收到普遍正面的回覆，也針對他們

的意見，更正敘事裡的部份科學用語，或者在註腳與討論章節補充更多的闡述。 

                                                
6 有 2 名受訪的植醫獨立於示範計畫，也並非所有受訪的駐地植醫皆駐診農會。但由於不影響敘事

內容意義與後續討論，故合併之。 
7 當討論小節引述個別受訪者的話時，則以 A1-A12 代號指稱植醫、F1-F15 代號指稱農民 
8 說話的語氣及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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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植醫的診斷過程：臨床脈絡與儀器檢驗 

這一章聚焦植物醫師往返於田間臨床情境與實驗室的診斷過程。章節前半是

小尹、阿質兩個角色的兩段聚合式敘事，藉以呈現駐診在不同單位的植醫執業經

驗。其中值得注意他們的診斷實作，小尹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主要待在實驗室

空間，有設備資源的優勢；而阿質身為駐地植醫，頻繁到訪農田，得以觀察更複

雜細微的臨床情境因素，他的診斷過程處於多樣且模糊的致病脈絡之中。章節後

半則奠基在敘事上，進一步討論植醫診斷實作的判斷重點，及其就駐地尺度能夠

發揮的職能。 

一、聚合式敘事 

（一）小尹 

小尹是一名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的植物醫師。 

試驗改良單位的植物保護研究室底下，原本就設有病蟲害診斷窗口。小尹平

時最常待在其中，處理農民送來的樣本，以及回覆 Line 官方帳號「作物病蟲害諮

詢診斷服務」收到的問題。小尹估算，每月差不多會收到10到30件的送樣，Line

的諮詢則在 30 至 70 件不等，案件數量跟各地區作物的產期條件有關，「農閒的

時候，案件數量就會慢慢的下降。」  

小尹是因為防檢局的示範計畫而入職。當初受訓時，試驗改良單位是小尹這

一梯不少同儕心目中的前幾志願，因為這裡設備環境完善，可以高準確的檢測植

物病原，「農會不可能有 PCR9機器給你，或者沒有在無菌操作的狀況下，不太

容易培養出目標病原菌，試驗改良單位的這些設備一定是很足夠的。」尤其計畫

剛開始時，經費撥款比較慢，很多駐地植醫前半年面臨實驗器材空窗期，如果需

要顯微鏡來鑑定真菌類孢子或細菌性病害，就只能跑來試驗單位借用。「這在初

期對農會的植醫其實非常的傷，光這一部分，我覺得我們就贏人家很多了吧。」

也因為設備資源充足，除了農民，小尹也遇過不少農藥公司的業務員定期上門，

                                                
9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聚合酶連鎖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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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去推廣藥劑的時候，農友會跟他們反應有什麼藥害或看不太懂的病蟲害，

就會找我們做診斷跟鑑定。」 

許多農民常向小尹反應「噴的藥沒有效」。某次，一名農民的甜瓜抽新梢，

葉子卻長得比一般葉子小，葉片還凹凸不平，特徵酷似病毒危害，由於溫室裡近

期又有粉蝨問題，農民懷疑是粉蝨媒介病毒病，才讓葉片畸形。但是他噴藥後未

有改善，趕緊採樣送來診斷窗口。小尹一開始先送病毒實驗室，卻沒有檢測出病

毒。他將樣本放在顯微鏡底下仔細觀察後，才發現凹處有不到 1 毫米的薊馬若蟲

10，牠們以銼吸型口器吸食新葉汁液，導致葉片生長異常11。粉蝨與薊馬皆是瓜類

常見的小型害蟲，不過粉蝨喜歡躲在葉背下，農民如果由下往上噴藥，即覆蓋不

到新葉上的薊馬。小尹於是提醒農民，不是藥沒有效，而是噴的方式有誤，得加

強新梢部位的噴灑，平常也可以利用黏紙監測小型害蟲，如果發現黏紙上薊馬或

粉蝨數量偏高時，就可以輪替施藥。 

每天看著田間問題，農民難免焦急，只想趕快得到如何去處理的答案。小尹

有時沒辦法立刻判斷，雖然可以做分離、做培養，但得花上一段時間，「麻煩的

是，你就算知道有些病蟲害是誰，也不知道它有沒有病原性，比如是病原性比較

弱的，要去看到底是不是它造成的，也是需要一段時間。」 

更麻煩的，是新發生的疑難雜症。如極端氣候帶來新的問題，或是有些病害

起初只好發於某幾種作物，後續卻發現它出現在愈來愈多作物上，「要怎麼防治

還在研究中，對改良試驗單位來說，可能要花一兩年解決——就是發現有這個，

然後知道是這個造成、是怎麼來，要怎麼去防治它——經過研究以後會寫出一個

年報，可能篩選了五支藥出來，要再等防檢局登記完，才有個正式防治方法可以

提供給農民。」這時，小尹便只能先告訴農民也許不是太精確，但可以及時應急

的處理方法，像是補充微量元素。 

小尹除了坐鎮診斷窗口，也有其他的單位交辦事項，像是做例如稻熱病的監

測調查；或者分擔實驗室的業務，有時得出外輔導農友的 IPM 計畫，「單位計畫

的話，可能就會有資材給農友使用，我覺得真的有差，出去帶一點東西給農友，

                                                
10 漸進變態類昆蟲的幼期，翅膀及生殖器官尚未發育成熟 
11 植醫受訪時也強調，除了薊馬，細蟎也會造成新葉畸形，但是後者通常不傳播病毒病，藥劑有

時便容易用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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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接受跟配合程度會比較高。」有時診斷窗口收到比較特殊的狀況，譬如說造

成農民大面積危害，需要現場勘察時，小尹也會安排到田間去觀察。出差量能差

不多一個禮拜一次，實際到田間出診可能一個月一次。 

由於試驗改良單位的資源充足、案件多元，「學術、知識、技術上來說的

話，在這邊可以學習到的，會比在農會還要多。」這與小尹入職前的想像一致。

小尹一開始也期待可以多多請教研究員，「研究員專攻蟲、病、土壤或某個作

物，遇過蠻多田間狀況，更容易說現在可以做什麼防治，這就是經驗豐富累積出

來的。」但大家都很忙，「診斷服務是他們被附加的業務，其實沒有辦法花很多

心力。」因此，雖然小尹診斷良率比不上研究員，仍得在有限時間內，自己找出

問題解方。 

小尹形容，如果說農會的植物醫師是地方的小兒科診所，試驗改良單位就是

大醫院，他自己則是大醫院裡的家醫科，對所有症狀都大致了解，可以初步判

斷。除非遇到太細、太棘手的問題，才得再去問研究員，也因此，即便他在診斷

專業上有什麼弱項，在試驗改良單位也可以被補足。 

 

（二）阿質 

阿質是駐診在農會第三年的植物醫師。他畢業時感到社會對植醫的討論氛圍

漸漸起來，也想累積田間經驗，因而應徵植醫。他每日從老家騎車通勤到辦公

室，「鄉村地方很難找房子租，說實話薪水也不是很多，所以就以離家近的地區

為優先。」 

阿質每天踏進辦公室，首先會開啟所有通訊軟體，檢查有沒有新訊息或者急

件。他通常擔任救火隊的角色，「農民一定有自己的方法，發現沒有起來12，狀

況很慘的時候才會來問。」當農民送樣本過來，除非當下能明顯判斷出問題，不

然阿質偏好實際到訪田區。「不會假設你說得了炭疽病，就給你炭疽病的所有藥

劑去試，也是要知道他用過哪些、園子的狀況、現在的生長時期跟他整個管理方

式。」 他到田裡總會發現其他問題，畢竟環境、病原跟作物要達成一個特定的條

                                                
12 指問題沒有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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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問題才會發生。不過，並不是每天都有案件得跑，這時他便會將病例整理成

報告。 

已是秋冬交際，卻絲毫沒有往年的涼爽，時不時還到三十幾度。不少農民都

反應今年的番茄長得跟平常不一樣，阿質點開農民林大哥傳來的幾張番茄疑似

「瘋欉」13照片。他跟大哥約好下午去看。到了田區，大哥招呼他過去，好幾株

葉子都皺皺的，舒展不開。阿質一邊將葉片翻來覆去查看，一邊詢問大哥近日施

藥的時間點跟狀況，然後掏出手機拍照記錄，再採下幾株放進樣品夾鏈袋。 

陽光熾盛，他們移動到蔭涼處。大哥這幾天剛好新放了黏紙，阿質掏出放大

鏡查看： 

阿質：小隻的這個是害蟲，這種小點的一點一點的都是薊馬，大隻的這種你

看得到的，這個都沒事 

大哥：我晚上來認真噴，噴到會滴水，但我倍數會降14，剩 2000 倍，因為我

噴 1000 倍就很傷了，你看我葉子第二葉看起來都傷傷的 

阿質：我的觀念也是這樣，但要注意這個薊馬現在很厚（kāu）15 

大哥：早就這樣了耶，莫怪會痟痟（siáu siáu） 

阿質：你有空的話，你撥開看看，你看那個顏色比較黃的，就是牠的小孩，

有的是比較黑的，是爸爸媽媽 

大哥：我都用這個，最小隻的，焦距都要抓很準（拿出自己的放大鏡） 

阿質：可以啦，這個已經看得很清楚，我跟你講，有的不是蟲，是沙子，但

是我跟你說唷，現在你看到一條一條這個，上面還有鬚鬚的，是牠的

觸角，那種都是 

大哥：喔好，我下午來認真看，不然它會繼續痟去（siáu khì） 

阿質：現在這個（指採樣植株）我也會幫你驗，先了解說薊馬是不是會傳播

病毒，如果沒有的話是比較還好，無論如何這薊馬都要治乎絚（ân）
16，因為牠自己吃也會有病，也可能會傳播病毒。那剛剛跟你講的藥，

好一點賜派滅，沒有那麼好也沒關係，阿巴汀、達特南要噴勤一

點…… 

                                                
13 瘋欉（siáu tsâng）是農民稱呼罹患病毒病植株之俗稱，以起痟（khí-siáu）形容患病作物的異常 
14 噴農藥前須先稀釋，稀釋倍數 1000 即為 1c.c.藥量兌 1 公升的水，2000 為 1c.c.藥量兌 2 公升的水 
15 指數量多 
16 指緊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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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炎熱的時候雖已過去，但也不能完全排除熱障礙的問題，阿質前陣子剛送

驗另一名農友的「瘋欉」，「整個都蜷縮在一起，農民覺得那個是病毒，一直拔

一直拔，都快拔光了」，檢測結果卻沒驗出病毒，阿質跑去田區複診，才發現是

太陽曬到黑色抑草蓆，對根系造成傷害的熱障礙。 

「病徵都蠻類似，農民可能會先用藥、補肥料試試看，如果可以第一時間就

知道是什麼原因，就不用試那一兩次。」針對混亂幽微的病徵，在兩三天內即時

判斷出癥結點來對症下藥，是阿質的工作重點之一。此外，防檢局也發下區域性

監測工作，諸如監測稻熱病、果實蠅、潛旋蛾等，阿質須定期到田裡巡視、更換

誘餌或收黏板；或者氣候易發病蟲害時，阿質也會主動巡田，若有所觀察，就會

提醒農友。他並將前兩年的調查資料，整理成一個全年度的病蟲害防治曆，列出

在地大宗作物各月份的生長狀態、主要病蟲害與施用藥劑。 

當季節是黑腐病差不多要起來時17，阿質便走進田裡，瞪大眼睛找徵兆。他

在田間穿梭，順手娑掉一兩隻甜菜夜蛾的幼蟲，同時注意到農民最近肥料下比較

重——氮肥過高，讓一些葉片虛胖，凹成奇怪的形狀。如果重肥到造成傷口，病

害也容易自傷口侵入。黑腐病最明顯的徵狀，是植株乾掉與還健康的交界處會出

現黃褐斑駁，他察覺到部分植株的狀況有點像，就將它採下，帶回去養菌作鑑

定。 

阿質也會詢問農民要否送樣土壤到改良場做免費分析，據此調整肥培管理；

或者協助農民的產銷履歷作業、參賽永續善農18等。偶而也得處理農會的其他交

辦事項，像是幫忙推廣部辦理活動。 

駐地就阿質一個人，「外界大概想說，這個植醫來，然後農民問問題全部都

要會回答，『這個小孩子剛來怎麼會？不可能！』，其實就是這樣。」阿質回想

剛到職時壓力蠻大，找不到問題點，也不知道要怎麼解決，農友有次求診大黃瓜

問題，他本來想先分菌，但來不及，兩天後「農友整區就鏟掉了。」起初也「都

會先自我打氣，沙盤練習等一下他大概會跟我講什麼。」自認還沒有想清楚的

話，他乾脆就不接電話，或者即使開到附近了，決定還是先不下車。 

                                                
17 指季節好發黑腐病時 
18 選拔投入病蟲草害綜合防治操作具體貢獻之農民、技術專家、團體加以表揚，以提昇農業技術

水準及農產品食用安全，朝向友善環境之永續農業（文字擷自永續善農獎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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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遇到應付不來的難題，阿質會先求救其他植物醫師，「你知道這個人在

哪個單位，然後他們地區偏好的作物種類，我就會去問他有沒有遇過類似的狀

況，那都怎麼處理。」也可以向試驗改良單位研究員與學校老師求援。「第一次

看到，要花三天的時間才確認它是什麼病害，到第三年，我可能花三十分鐘就知

道，就算沒有辦法做預警，至少可以在很前面的時間就注意到。」這也是駐地植

醫相較於試驗改良單位的優勢，「他們轄區太大了，沒辦法仔細掌握到昨天有下

一場雨或是颳一陣大風，很多事情都跟它有關係。」農民有時覺得這支肥好用，

但下次下的時候，環境變了，天氣變了，這支肥就不好用，「植醫的可貴性在於

可以去探討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 

植醫的功能不侷限於用藥或減藥，「這樣的話只是多一個農藥行。」農友到

農藥行可以直接拿到資材，但是「不會去你田裡，不一定很準確說到底是什麼問

題，而且對他們來講這就是商業行為，會盡量賣利潤比較高的或是比較好賣的藥

劑」，因此容易提供效果重複的藥劑，而且「他們知道的東西，我們將來也會知

道，可是我們知道的東西，他們不會知道。」這也是植醫如何有別於在農會供銷

部服務很久的員工，「他們資訊量很多，但是可能是十多年前的一本書，更新的

機會比較少，我就是一本新書。」 

二、討論 

藉由前述小尹與阿質的兩段敘事19，我們可大致窺見植醫到職後的勞動樣

貌。「植物醫師」其實不只對於農民而言是陌生的角色，對於他們駐診的單位亦

然。單位早前經歷過很長一段沒有植醫的過程，現在新來了一名植醫，他們可能

也難以拿捏植醫的定位與功能。植醫與駐診單位簽定的勞動契約中，有一項是單

位臨時交辦事項，植醫即不時被視為「多一個可以用的人力」，在試驗改良單位

有時像是計畫助理，在農會則得幫忙搬肥料或辦活動。 

植醫最主要的業務在於田間問題診斷，就駐診機構的不同，診斷經驗也有所

差異。他們如果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的病蟲害診斷窗口，是補充單位既有服務的

                                                
19 阿質敘事的開頭，提及鄉村不易租屋，他因此是「地區導向」填寫駐診地點的志願序。受訪的

駐地植物醫師幾乎都希望地點能夠離自己老家近一點。當中雖然沒有人是在自己的家鄉服務，不

過有些就服務於隔壁鄉鎮的農會，騎車約十分鐘就能抵達。如果沒能住在自己家，他們可能便得

租在鄰近的市郊，騎車約半小時抵達辦公室。也有植醫住在家裡，每天開車近三個小時上下班。

租屋環境與交通的不便利，是植醫在地駐診前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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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承辦了原先附加在研究員的業務；農會的駐地植醫相對需要頻繁往返田

間，對於田裡發生問題的農民而言，具備時間、地點上的求診可近性，如農民

F15 說：「今天葉子出什麼狀況，馬上拿給他也好，或者電話叫他馬上來，對我

們來講這個才是比較有意義。」 

誠如敘事裡阿質「到田裡總會發現其他問題…環境、病原跟作物要達成一個

特定的條件…」。病原體實為生態系統的組成之一，也許隨時潛藏，但未必致

病。具體而言，植物受病害的相貌，是植株和微生物在特定時空條件下的互動，

田間管理重點在於進一步看見致病性的生成脈絡，管理種種條件以維持良好的關

係（Hinchliffe, Bingham, Allen,  & Carter, 2016；Jeger, et al., 2021）。 

當植醫走進田間，得以探討情境裡更多層次的「發生什麼事」，這也反映出

植醫廣義診斷工作的不同面向。首先，植醫置身田間複雜情境時，往往可以直面

問題後頭的許多複合式因子，釐清致病的脈絡與癥結點。其次，除了被動的接受

農民求診外，植醫也會主動作病蟲害的監測，以及在貼身觀察農民實務的同時，

探討其做法背後的科學根據。 

 

（一）當植醫置身田間 

1. 診斷致病的脈絡 

當植醫進入田間，他們首先會關注問題本身——發生狀況是零星、帶狀，或

者有無濃度差，例如生理障礙的營養問題一次可能便會大量爆發。接著得留意環

境整體性，諸如田區的溫濕度、通風與風向狀況、植株距、生長勢、土壤性質

等。 

植物不會說話，所以你要去現場看旁邊的環境啊或是一些栽培的方式，

就是旁敲側擊（植醫 A10） 

如敘事的事例，黑色抑草蓆受日光曝射而造成熱障礙；或如下列引言的案

例，農民送來受薊馬之害的芭樂，然而蟲子都躲在被扔置的套袋上等等，皆是植

醫未親臨現場便難得要領的案例。 

之前有一次，農民說他都已經套袋了，為什麼芭樂還會被咬成一橫一

橫，很像網紋，紅色的。我們那時候想說這應該是曬傷，也有人說是那

個保麗龍曬壞的，就是那個保麗龍很貼果皮，然後很熱，我想說怎麼可

能會這麼剛好……我們之前都看錯地方了，之前都看那個果實，可是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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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來的時候，農民就擦得很乾淨、袋子都拿掉，只帶果實，當然上面就

看不到，我們直接到田裡去撥開看套袋，就發現其實蟲都在那個套袋上

（植醫 A1） 

除了自身感官感知，植醫也會向農民問診。像是中醫的問診，是有目的地詢

問病人疾病的病史，以及病人體質或生活習慣等相關資訊（衛福部中醫藥司，

2013），植醫的問診是類似的道理，會詢問農民發現問題至今的癥狀變化、近期

的栽培操作與天氣狀況、資材使用的時間點等。農民是植物的代言人，陳述他觀

察到的田間現象。 

也就是說，臨床的蛛絲馬跡包括視覺的看診、敘事裡阿質「一邊將葉片翻來

覆去」的觸診，以及問診得到的農民語言。植醫診斷的不單是外觀難辨的病徵，

更是田間整體性的致病脈絡。 

不會說你這個是什麼病，我就說什麼病用什麼藥。很多事情的發生一定

不會只是單一條件，牽涉到他的環境上面也會有問題、是不是他的根上

面也有問題，環環相扣（植醫 A7） 

麻煩的是，達成致病條件的時空因素可能拉得很長，或者互相影響，使得植

醫的診斷不夠周全，或需要複診。例如藥害可能殘留在土壤，對接下來種的作物

造成傷害；或者作物的生長期很長，無從確認發生問題的時間點到發現問題時間

點之間的差距，像是黃龍病的病勢約二至三年才擴散果樹全株，初期的零星葉脈

黃化容易誤判為缺肥所致。也有的是先有外力作為問題的前因，並非教科書上整

理分明的單一病原典型問題： 

他可能先有蟲，蟲咬了之後有傷口，有傷口之後才感染病原菌，那這時

候要先處理的是不是應該是蟲，只要我蟲有處理的好的話，沒有傷口，

病原菌就不容易感染進去。所以有時候課本上教的東西只是教你說「這

些是什麼東西造成的」，但是我們在實務經驗，在田間診斷的時候要判

斷的不是只有這個（植醫 A8） 

此外，農民也有感近幾年病蟲害變得更多也更嚴重，農民 F8 說：「藥噴變

多，因為蟲也變多，我們以前好像……記得半個月噴一次農藥，然後現在真的很

嚴重的時候，兩到三天，對。」農民 F12 也說： 

今年的那個炭疽病就特別嚴重，真的很嚴重，即使不是連作的田喔，也

都有炭疽病，雖然說可能種原有很大的關係，但我覺得氣候也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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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像我們今年種下去的時候，國曆差不多十月底到十一月的時候，

還可以到 36度、37度，溫度太高了。 

氣候變遷或極端天氣在各方面影響農業生產甚鉅： 

氣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只是會影響病蟲害，也會影響作物長不

好，它會變脆弱，對病蟲的抵抗力就會更低（植醫 A9） 

氣候直接影響真菌與細菌性病害，使其趨於嚴重或浮現新問題，也間接影響

病毒病害，後者主要牽涉到寄主植物的耐抗病性，以及田區裡媒介病毒病的害蟲

管理（洪挺軒，2021）。這也造成有利於害蟲擴大活動範圍與散布病毒病的溫

床，以及諸如缺水、強降雨、高溫的熱障礙等狀況。 

氣候變遷第一個產量會減少，因為可能葉子會比較容易燒傷會乾掉，所

以你的產量會減少，再加上溫度太高，小黃瓜的公花又會比較多，所以

你的產量又會更少。現在大家都瘋欉啊，追根究柢幾乎都是薊馬，通常

熱一點乾燥一點，對，不下雨的話也會比較嚴重，太乾（農民 F4） 

兩三個月沒下雨，一下雨就一次下就下到爆，夏天就灌溉系統去灑水，

冬天就生死有命，對啊，雨太多真的沒辦法（農民 F10） 

劇烈變遷的外在條件，對植醫來說是機會也是挑戰。機會在於，農民難以僅

憑靠過往的經驗來應付這些新的田間問題，植醫得以著力；挑戰則為植醫因此面

臨到的，往往是農民難以處理的棘手難題，不啻為初入新手村就要打菁英怪，

「第一瞬間一定會這樣想沒有錯，但是我都不知道，還有誰知道？」（植醫 A7） 

對於初入職的植醫，診斷經驗仍在慢慢累積，面對複雜的田間脈絡或者棘手

難題，更需要時間來排除與確認原因，或者向外尋求相關領域的專家支援。然

而，植物疫病菌的生活史短，短期內可能便會爆發成慘重農損（安寶貞、蔡志

濃，2009），也不乏案例是農民到了症狀晚期，很嚴重時才來求診，植醫診斷的

時間差便難以及時趕上，如敘事中農友將來不及診斷的大黃瓜整區剷掉。或者有

時病徵雖然明顯，晚期的施藥效果卻有限，這時植醫只能建議農民下一期再調整

作業方式。在這種情況下，農民們的反應並不一致： 

已經發生得很嚴重，我去看，這大概是沒救了，但是他可能就會說：

「你們植物醫生要懂比較多！」可是其實是來的時間不對……怎麼會變

成，我來跟你講說下一期要怎麼改善，結果你問：「有沒有藥噴下去，

它就會長回來？」就沒辦法……（植醫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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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名農友則很接受田間出現無法解決的變數： 

沒有解決，他不會怪在你身上，因為他已經很熟悉就是靠天吃飯（植醫 A4） 

農民 F5 則肯定表示： 

如果菌類在田區裡面密度很高，其實已經來不及了，可是為了下次的預

防，還是需要做一些篩檢。 

植醫的診斷過程得與時間賽跑。所謂的診斷失敗，並非診斷不出結果，而是

在複雜的田間脈絡下，無法及時找出並回應問題，有時的診斷只能為了下一次的

預防與改進。當焦急的農民渴求盡快得到解方，但植醫當下找不出問題點，而且

他們的角色不太允許說：「我不知道」，即容易陷入壓力、懷疑自己還沒準備好

或不適合這份工作的負面心態中。這尤其常見於剛到職的駐地植醫。 

植醫 A4：如果一開始抱持著「我一定要給他一個答案」那種心情的話，

很難做事情，給自己的壓力也很大，所以我是覺得就是可以

放。 

我：可以放？ 

植醫 A4：對，農作物的問題是可以放的，就是要看出來什麼東西是及時

要給他答案，像剛剛那個蚜蟲的問題，就知道這個很急，那就

跟他說哪一支農藥要噴。 

隨著植醫診斷經驗的累積，他們發現，最重要的其實是判斷什麼問題很急，

至少要提供農民應急的治標舉措。在田間複雜的致病脈絡中，種種條件的改善並

非一蹴可幾，也未必某個條件未改善、無法確認問題根本源頭，便會影響收成，

許多問題可以放著慢慢提供周全的建議。 

2. 在地尺度的病蟲害監測 

植醫在田間的例行工作尚包括監測。在自由經貿化下，農業害蟲容易隨著國

際頻繁交流而入侵，如別名「糧食殺手」的秋行軍蟲在 2019 年侵入臺灣，農政部

門以此強調植醫制度的重要性，植醫被視為掌握並協助產地第一線防疫檢疫的一

帖良方（陳淑敏，2019），專法草案也明列「植物特定有害生物之監測及調查」

為植醫業務。 

植醫得執行上頭交辦的區域性監測作業，他們也會在農民求診或自發巡田

時，格外留心田間的病蟲害動態，如敘事裡阿質在好發黑腐病的季節即走入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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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臺灣第一起秋行軍蟲侵食芭樂果實的案例，也由駐地植醫發現（林怡均，

2023）。 

監測手段上，除了巡田的目視法與採樣，也仰賴有色黏紙或誘捕器等器材。

誘引器不同的顏色與形狀，影響著不同種類昆蟲的誘引效果（陳昇寬，2014）。

我在田野過程中，最常見到農民使用黃色方形黏紙，為了查看黏紙，他們也開始

採用放大鏡，這或是過往鄉村罕見的景況。另一個重點則在於，農民如何看待捕

獲的成果。 

如敘事裡阿質向農民解釋，黏紙上有些蟲子不是害蟲、有的黑點則是沙粒，

農民須學習檢查黏紙的正確方法，判斷怎麼樣的密度即得加強防治，不然架設好

黏紙後，仍得再請植醫過來檢查： 

農民F13：蟲害真的是很大的問題，你看這棵，這棵就紅蜘蛛，對啊，反

正就是薊馬不然就紅蜘蛛 

我：像你們黏這個黏紙的話，你們把它拿下來，是會自己用放大鏡看

嗎？還是會送去哪邊檢查？  

植醫 A10：就是可能我來的時候會看一下這樣 

此外，不同種類的昆蟲具備殊異的趨光特性，一名植醫表示在地有兩支誘蟲

器，其一的波長準確，可以選擇性誘捕目標害蟲，減少益蟲或天敵昆蟲被誘殺；

另一支則為雙管，也就是有兩個波長，可以吸到更多種類的昆蟲。由於後者明顯

看得到抓到一大堆蟲，對於農民來說反而比較有感，也就比較可信，即使誘殺到

的只是許多搖蚊20。 

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農民是如何理解田間的昆蟲？害蟲會危害作物的生長

與收成，也可能媒介病毒病，雖說施用帶有神經毒素的農藥，什麼蟲子都會死，

然而昆蟲各有各的生態習性，防治的時間點與作物部位即很重要： 

農民可能不知道牠躲在哪裡，像敏豆的話，大家都會說敏豆很怕薊馬，

可是我發現有很多農民，他其實不知道薊馬躲在哪裡，所以在噴的時候

可能就會漏掉一些地方。我們就會直接到田裡撥開，跟他說這個，牠就

在這裡跟這裡，所以你在噴藥的時候，就是要比較專注在這個地方噴，

你才會有比較好的藥效。或是說其實有一些蟲，它在花期就已經危害

                                                
20 在鄉村田間或水溝邊常見群聚的一種蚊蟲，對作物與人畜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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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以你等到它已經危害了，到收成再噴的話，效果就不好，所以你

開花前的時候，就要做這個防治（植醫 A1） 

粉蝨與薊馬皆是田間常見的小型害蟲，成蟲體長約 1 毫米，更善於匿藏，肉

眼難見。農民得先在放大鏡下看見牠們，再分辨出兩者，以針對其習性作妥善防

治，如敘事裡小尹提醒農民粉蝨喜歡躲在葉背下，薊馬則躲在新葉上。或如荔枝

細蛾，幼蟲在非結果期躲藏幼嫩枝條，結果期後匿於果實內，成蟲則躲在枝條陰

暗處；農民在花謝後的小果期即可施藥，除了葉面，也得噴灑枝幹處，如果僅施

用觸殺型藥劑21，便處理不到果實內的幼蟲。 

昆蟲往往更難以扁平地被分類為害蟲或非害蟲，牠可能同時扮演不同角色。

例如，菸盲椿象會捕食粉蝨、蚜蟲等微小害蟲，然而若族群密度過高或獵物減

少，也會危害到茄科、葫蘆科植物與胡麻等寄主作物，像番茄田就容易出現呈星

團狀黃色斑點的雜斑果，影響賣相。 

也就是說，監測到田間有蟲只是第一步，進而須判斷族群密度是否有危害風

險，然後針對其發育階段與習性來對症下藥，否則便如小尹常碰到農民反應噴了

藥劑卻無功，其實是因為沒噴到新梢上的薊馬。 

植醫監測的好處，除了協助農民掌握當下病蟲害動態與防治時機，也有助於

植醫認識駐診地區的風土病，如敘事裡阿質將調查資料整理成全年度的病蟲害防

治歷，進而甚至能提升預警的敏銳度： 

做一些監測，對農業是蠻好的，之前也沒有人去做，因為每個地區的那

個病蟲害相貌其實不太一樣，如果植醫在，你每個地區都有做這個監

測，你針對那個地區就是算蠻客製化的，一些預測什麼就會比較精準

（植醫 A10） 

現在的預警制度都是比較大範圍的，像縣市作為單位、中部南部這樣，

可是像一個縣市來說，其實山線海線就會有差異了，所以在地的話自己

建立會更方便，比較準確啦（植醫 A2) 

在地尺度的病蟲害監測有助於更準確的預警。這一方面凸顯出植物病理學的

新近研究趨勢，也就是研發田野現場也適用的儀器和技術，辨別出無症狀或初期

症狀輕微的病例，以預防病原體散佈（Buja et al., 2021）；一方面也呼應人文地理

學的相關討論。Enticott（2012）藉由「在地化的普同性」的概念指出，同樣的疾

                                                
21 觸殺型藥劑須直接施於害蟲，或待害蟲攝食含藥的作物表面，方能毒殺或防治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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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在不同的空間背景會浮現出不同版本。獸醫的臨床作業並不符合流行病學所預

設的疾病普同性，沒有所謂的可標準化臨床作業。也就是說，獸醫不能單單按照

白紙黑字的科學協議來依序操作，必須得適應臨床情境裡農民、動物、機械乃至

於天氣間的微妙關係，才實作（enact）出疾病，這彰顯出疾病管理的彈性，以及

預測致病性的困難與重要性（Enticott，2012、2017）。這樣的觀點放諸植醫案

例，植醫因地制宜的臨床操作，能發現並有彈性的針對病蟲害相貌的地區差異，

進而也有助於農民的因應措施。 

3. 找出在地經驗的科學根據 

除了診斷與監測工作，駐地植醫得以貼身探討農民各種田間管理行為背後的

科學根據，包括做得好或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例如植醫 A4曾經碰過農友說農藥添加木醋液可以增效。木醋液在當地是流傳

已久的偏方，便宜又易取得，也可以自己動手製作，但他始終找不到文獻支持其

對作物的實質效益，心底一直存疑，直到他驗了水質：  

去驗了原本噴藥的稀釋水，就發現這裡的灌溉水是偏鹼性的，所以加了

木醋液就是把它中和，中和後的水拿去兌農藥，當然是效果比較好，只

是它有效的方式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樣。 

這樣的案例，相當接近過往文獻對試驗改良單位專家的討論。他們不是革新

的領導者，而是跟在農民後頭，將農民成功的經驗與做法帶回實驗室研究，找出

在地知識裡的科學原理（楊弘任，2002）。例如蓮霧的種植技術改良上，專家得

以在實驗室裡分析果實與土壤，扭轉「因為鹹水埔的鈉含量高，才提升蓮霧品

質」的地方成見，確認特定果農是因為田區鄰近鴨池，鴨子排泄物的鈣質融在環

境中，才種出品質更高的蓮霧（楊弘任，2002）。 

植醫 A10 也遭遇農民間備受好評的偏方： 

我之前從來沒有聽過，就是完全用酵素栽培，來這邊發現蠻多的，果樹

啊然後一些蔬菜葉菜也會用……有的農民會把它講得就是有點神，好像

是那種萬靈丹這樣。然後我後來就是有去了解，發現它裡面就有點像微

生物，可能有一些肥分這樣子，可是那肥分通常也沒有很高，那個有機

質會讓作物是可以維持在一個正常，可是也沒有特別好……我覺得就是

看農民要求，如果你要產量、或是要漂亮的話，還是要用其他的資材，

對，沒辦法單純只靠那個酵素什麼的（植醫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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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 A7則在採樣分析後，發現在地土壤普遍酸化，影響各種養分的活性與根

部吸收，作物生長不良，導致農民加重施肥量，陷入土壤更加酸化的惡性循環。

鑒於市售肥料的成分比例是固定的，沒有一支可以客製化得完全符合在地需求，

他因此推廣農民施用水溶性肥料於葉面，補充植株缺乏的營養，也降低整體複合

肥的用量。 

當植醫掌握在地經驗背後的科學原理，在農民做得好的地方，可以確切知道

其為何效果良好，進而鼓勵其他農民也試看看；也能夠找出哪些弱點可以再調整

或加強，提升田區的栽培管理。 

（二）當植醫在實驗室 

田間診斷與實驗室診斷相輔相成，臨床可疑的地方會被帶回實驗室作確認。

如敘事裡阿質田間出診後，會再採樣農民大哥的番茄植株回去。駐地植醫辦公室

常見的儀器，舉凡光學顯微鏡、無菌操作臺、精密天平、解剖工具、恆溫培養箱

等。有的病灶也許肉眼判斷不出端倪，在儀器的精細尺度下，病因一覽無遺。 

設備可以解決基礎的七成問題，之前還沒有設備，看起來就覺得怪怪

的，試過很多種方法但就是沒有效果，之後設備來了，一看，原來是這

個問題，馬上藥就下去，瞬間解決了（植醫 A11） 

實驗室儀器與技術能夠精準鑑定植物是否罹患疫病。實驗室有一套嚴謹的鑑

定流程，不過植醫的診斷工作不需要完整執行： 

我們可能沒有到鑑定，我們只是診斷，就是我們沒有回接。如果要做到

柯霍氏22的話，一定是我分離出這個病原菌，我要再回接到那個植物上

面，然後再相同的病徵，這樣是一個 cycle。可是我們就是只有做到有這

一支病原菌，我們看到孢子了，然後這個病原菌在植物是有記錄的，那

我們就可以確定它是同一種病患，就做到這邊就可以了（植醫 A12）  

除了上述將異常組織進行分離培養，確認經純化後病原菌的構造及特徵，植

醫主要的診斷分析方式也包含：以顯微鏡查看異常組織是否出現蟲體，或者病原

的構造及特徵；以分子檢定方法確認病原；以及土壤肥力分析，確認是否為土壤

                                                
22 根據張世忠、胡仲祺（2004），病原或動植物有害生物的首次鑑定確診，往往按照柯霍氏法則

（Koch’s postulates），自罹病體上分離並純化培養出病原後，須再接種同樣的植物上，確認會引

起相同疾病或病徵，並能夠再次分離出同樣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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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性或土壤中肥料造成的問題（楊雨慈，2018）。據此，看見病原體，提供給

農民病況證據與改善方案。 

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坐擁更好的設備環境，他們的診斷尤其仰賴儀器來完

成，然而操作的時間差未必趕得上實務： 

植醫 A6：我們有辦法把病原菌培養出來，可是就變成比較花時間，沒有

辦法那麼快給一個他們想要的答案……我們大概超過三成都不

是病蟲害，可能是一些藥害或者是肥傷，比較常遇到的就是跟

他們說不是病蟲害，他們聽完以後點點頭就回去，然後因為我

也會再事後驗證，就是剛才說可以做培養什麼的，確定都不

是，再跟他講，他說「沒關係，我已經把各種病蟲害的藥都噴

過一次。」  

我：像培養病原菌，這個培養可能需要花多少時間？  

植醫 A6：一個禮拜吧，但是一個禮拜對他們來說就很久了，他每天看就

會很焦慮 

時間差以外，引言中「確定都不是病蟲害」也透露著實驗室診斷的侷限。儀

器檢出的證據是二元結果——樣本有，或沒有檢驗出病毒；病毒是核心角色，被

看待為先於臨床症狀、導致異常的唯一原因（Law & Mol, 2011）。然而，實驗室

裡診斷對象僅有單株樣本，農民送樣時未必妥切送上病灶，真正的癥結點更未必

進得了實驗室。這使得有時在實驗室判斷出的異常，未必如實反映田間問題，或

者只能夠確認正常的面向，植醫於是仍得回頭確認農民操作細節或田間環境的變

化： 

寄件的話會有時差，可能晚個一兩天，樣本狀況就會比較複雜，它可能

會有複合感染，初步判定的時候可能會看到一些病原菌，但也不確定那

些病原菌是不是真正造成這個病徵的原因，所以我們會再回電確認他近

期的栽培管理還有施肥狀況（植醫 A5） 

驗植體跟土壤，驗出來的數值都正常，但是植株的表現確實有問題，那

這一部分就要衍生到氣候，像去年 7月一整個月都在下雨，（芒果）切開

來的時候裡面是水晶狀，那驗出來的數值都正常的，那這時候就要討論

到說那一個月的強降雨導致鈣的吸收，那植株突然之間得到了大量的水

分的時候，水分往果實的地方做輸送的時候，土壤之中的那些鈣並沒有

辦法馬上隨著水分跟著一起去送到果實，導致果實長大了之後，鈣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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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量元素吸收不足，切開來裡面的果肉都是有問題的，那這一部分就

是跟氣候條件有關（植醫 A8）  

如果是駐地植醫，辦公室環境無以支應分子檢定與土壤肥力分析，就此若需

要更精細的檢驗，則得再進一步送樣到學院端或試驗改良單位，時間差將更加懸

殊，植醫 A3 因此爭取將檢測量能拉到駐地辦公室： 

我辦公室旁邊其實有實驗室，現在就在實驗室做相關的分子生物學實

驗，當然有經過一段歷程啦，像台北有液態氮可以抽取核酸，但這邊就

是沒有液態氮，所以就是要更改 protocol 讓它可以 fit in 這邊現有的狀況

去做，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半年的時間在架設這個實驗室的操作穩定性。 

也就是說，實驗室不一定總是標準化到不能妥協的遙遠空間，仍有彈性貼近

現場實務。此外，儀器也可以在田野現場起作用。植醫會攜帶輕便的放大鏡、土

壤酸鹼度或導電度的測試儀等，有助他們當下便初步掌握現場訊息；農友也開始

學習使用黏紙、放大鏡、誘蟲器等，並學習檢查結果，植醫此時可以介入，告訴

他們使用與解讀的適宜方式。儀器於此不僅是器具本身，也包括其背後一組有目

的之實踐（Singleton & Law, 2013），除了產出病情證據，也建立起植醫的角色特

質，影響著農民的行為、及其如何與植醫互動： 

像蟎的問題，病毒也是，有時候症狀我們其實會覺得很模糊，所以需要

藉助植物醫生帶回去用儀器判斷，農民不會有這種儀器設備，像我也懶

得去買那個放大鏡回來看，有植物醫生就會有人幫我們看，就問他最快

（農民 F4） 

最後，如敘事裡小尹比喻自己是「大醫院裡的家醫科」，試驗改良單位植醫

通常坐鎮於單位下的診斷窗口，田間出診的頻率較低，即較難針對特定的田間致

病脈絡進行診斷。他們主要培養的是在實驗室脈絡中的診斷能力，可以對所有症

狀進行初步判斷。由於他們在窗口接觸到大量病例，客群也包含農藥廠業務員，

這有助於他們蒐集問題，進而將新出現的田間疑難雜症彙報給研究員，使研究員

著手研究系統性的防治方法。 

 

三、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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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醫師的診斷工作，狹義而言是接受農民的求診，廣義則包括在地尺度的

病蟲害監測防治，以及地方經驗的科學根據分析。有別於教科書上可以一板一眼

依序防治的單一病原典型症狀，植醫的診斷處於多樣且模糊的致病脈絡中。 

植醫第一線接觸臨床複合因子，以及農民的作業與生計考量，若未能及時提

供解方，即可能同時面臨來自農民與自我的質疑。這近似過往針對獸醫實務的討

論——由於臨床情境的重重不確定性與挑戰，獸醫容易陷入作業膠著或高度焦慮

（Clarke & Knights, 2018），亦可能因為臨床的壓力與困難，選擇成為實務的逃兵

（refugees from practice）而進入實驗室（Anderson & Hobson‐West, 2022）。不過

在臺灣植醫案例中，往往待在實驗室裡的試驗改良單位植醫，他們的田間工作可

能是配合研究員的田間計畫，田間診斷的機動性不比駐地植醫得以履行各種任

務。 

值得注意的是，過往將實驗室與臨床工作截然劃分的討論（Law &Mol, 

2011；Anderson & Hobson‐West, 2022）似乎不那麼適用於植醫經驗。就「診斷作

為過程」的取徑（Jutel & Nettleton, 2011;Hobson‐West & Jutel, 2020），我們可以

窺見植醫——尤其是駐地植醫——靈活往返於實驗室與臨床情境，藉由檢驗儀器

與技術，或者出診時看出、詢問出、監測出致病脈絡下種種因素的互動。植醫對

於出自實驗室儀器與臨床情境得到的訊息保持開放，終點是提供對症下藥的診斷

建議。有時的對症下藥，是提供農民應急的舉措。這也許因為系統性的防治知識

尚待研究、避免儀器精細檢驗的時間差，或者複雜的情境因素可以慢慢調整，等

待下一次的改善。 

我用眼睛看，跟真的去跑 PCR 之後很準的跟你說這是什麼，當然是一體

兩面。一開始的時候，就還是透過科學更精確的方式，去確認自己跟農

友說的東西是正確的，後來才會去替他爭取一些時間，很快去告訴他可

以先怎麼做，減少過程所錯過的一些防治時機，還是會做這個 double 

check的動作（植醫 A3） 

以上強調的是植醫的診斷過程。如果說農民是植物的代言人，植醫許多時候

得透過問診來取得詳細的診斷線索，那麼植醫與農民的互動方式便顯得關鍵，而

且即便植醫產出科學鐵證與建議，也不意味著農民便會對此買單、改變其田間管

理行為。下一個章節接著處理的，便是植醫究竟如何將診斷建議轉譯予農民，診

斷過程又在怎麼樣的人情關係中才得以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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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當植醫與農民打交道：轉譯與盤撋23 

這一節聚焦在植物醫師與農民間的轉譯、人情社交等互動關係。章節前半是

阿質、阿萱與小尹三個角色的三段聚合式敘事。阿質與阿萱同為駐地植醫，敘事

強調出不同的面向，其一是植醫如何掌握在地實務，開展其說服農民的轉譯工

作；其二則為植醫如何接觸乃至於熟識農民的過程，這包括許多無關乎專業話題

的盤撋。就此，駐地植醫和試驗改良單位植醫的經驗具有相當明顯的差異。章節

後半則奠基在敘事上，進一步討論「植醫—農民」關係的意義與啟發。 

一、聚合式敘事 

（一）阿質 

阿質認為田就是一個立體的教科書，勤看裡面正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吸收

知識非常快。」他起初跑田間工作，診後也在周邊問農民最近有什麼作物問題，

農民很多時候才是知識的分享者，「應該很多人都是這樣，一開始都是要跟農民

去學習。」他在搭話過程裡，慢慢培養起能與農民好好交談的專業水平。除了基

本的臺語、客語門檻，要聽得懂農民所言，也要想辦法將他想跟農民講的，換成

農民聽得懂的。 

阿質說，農民講肥料「只會給我一些號碼，43 號啊、1 號、4 號、5 號這

樣。」他得記住較常用幾支的成份，才知道農民究竟下了什麼肥。而且農民描述

病症的方式很直覺，「例如說真菌性病斑，我們會有很明確的用詞去形容它，可

能是『病斑周圍有黃暈』之類的。」他如果沒注意到農民對症狀的描述與自己認

知不一致，就容易誤判。 

阿質也遇過農民指著一堆藥，直問哪一支比較有效，「真的不曉得怎麼回

答，之後學到說，不是直接跟他講說哪個有效，要理解為什麼沒效。」有時要打

聽農民用什麼藥的話，得旁敲側擊，「例如說：『你這邊有沒有木蝨？那你是用

什麼噴？』就不會問：『你什麼時候噴什麼藥？』」有的農民沒洗藥睡不著，即

使田區沒這個病，還是要洗才安心，「就不是說怎麼樣顧，可以讓菜比較漂亮、

價錢比較好，這他們才是專業，是建議他透過精準用藥來降低開銷。 」 

                                                
23 puânn-nuá，指人與人之間的交際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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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質需要練習給農友抓重點。「農民有一套方法，可能會有需要改進的部

分，但是現在這套流程就可以生產出他要的東西，就會覺得這樣子做就好了。」

他這兩年調查到，當地田區土壤普遍有酸化狀況，影響到肥的吸收效率。農民倒

不用知道缺鉀缺鎂會怎麼樣，只要知道這件事重要、有直接效益，就會想要驗

土。 

給農民抓的重點，需要符合實務。有次農民來問土壤性病害，藥劑推薦寫要

一個一個灌，但農民反彈「太多棵了！無可能24，若無你來25！」，阿質就建議他

施肥時一起下，或者「雖然說在推薦清單上面，可是每個區域的狀況、抗藥性還

有微氣候不太一樣，所以藥的效果也不一樣。」當地實際能買到的藥也有限，阿

質得一直更新資訊，知道當地哪幾支藥根本買不到、哪幾支用得太多、哪幾支藥

還可以慢慢推。他會再打電話給農民確認，「問這個藥有沒有效果？你的感覺怎

麼樣？過一季別的農民來，可以介紹別的藥款，因為藥不能一直重複使用 。」 

「農民覺得有病蟲害在欺負我的作物，那就跟他講病蟲害的事情，如果他願

意聽的話，我可以跟他講肥培管理，這個可以依農民去改變。」例如跟阿質比較

熟的陳大哥，阿質就可以參與到資材調度的決策： 

阿質：你這次噴的藥，藥罐子給我看一下好不好 

（陳大哥在倉庫翻找農藥） 

阿質：你現在噴幾次？兩次三次？ 

大哥：三次吧 

阿質：第一次洗怎樣記得嗎 

（農民排列農藥罐，把第一次洗的組合秀給植醫確認） 

阿質：菌的一支，兩支蟲的就對了，那第二次呢 

大哥：第二次就粉蝨比較多，我這支就下去了，這支就抽掉，這支還沒，

還有這支 

                                                
24 bô-khó-lîng，意即不可能 
25 Nā-bô lí  lâi，「若無」意即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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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質：第二次四支，阿巴汀、百利普芬、賽座滅跟派滅寧（一邊用手機紀

錄下來），那第三次呢 

大哥：再來就還萎萎，去新買藥，這支就抽掉，這支下去，還有買一個系

統性26的 

阿質：第三次什麼時候噴的，上星期？昨天？ 

大哥：上星期，這支也抽掉，昨天第四次 

阿質：欸大哥我需要你幫我一件事，以後你每一次洗藥就這樣寫給我，假

使說我們現在已經記錄四次了嘛，你後面第五次第六次洗藥都盡量

告訴我用哪些 

大哥：都 2000 倍而已歐 

阿質：沒關係，你幾倍還好，先讓我知道你噴藥那個罐型，意思是說假設

說你第三次洗這三支，你就寫這三支的名字給我，跟日期 

大哥：好 

阿質：我把它做一個紀錄，就這樣齁，所以你這一次是昨天噴的...… 

阿質到了產地後，深刻體會到在地的作業方式是全新的學問。農民有自己的

生產習慣或步驟，「我以為這塊地就種這個東西，其實是會分批，他專門在種敏

豆，假設說他有一甲地，他同時種敏豆會忙到瘋掉，所以他可能第一批先種，等

開花時找另外一塊地再種。」 

駐地久了，阿質漸漸了解這裡的風土跟病蟲害相貌，「很理解現在這個地方

發生什麼事情，知道下了一整個月的雨、這裡農民特別喜歡買幾號、哪個時間點

什麼樣病蟲害很多。」植醫在現場更能看到實際的狀況與需求，客製化出適合當

地農民的建議，「如果是要課本上的東西，就直接貼海報叫農民去掃27植物保護

手冊就好了呀，幹嘛還要植醫？」 

「很多農民一開始覺得，這年輕人是在政府上班的，來這裡看看就走，不會

有任何實質幫助。」阿質遇過一名稻農，說自己種水稻三四十年都沒得過阿質說

                                                
26 植物可吸收系統型農藥，達到施藥部位以外的其他部位之害物防治效果 
27 掃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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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害，一句話打翻他的診斷，扭頭就要走，「那天他的水稻田正在作淹灌，我

穿布鞋就直接踩進去，他覺得『這個人感覺不是來應付我而已』，就轉過來繼續

跟我講話，態度就變好。」後來阿質拿著下田採到的樣本回來做分析，得知確實

就是他所講的問題。阿質也遇過農民受玉米薊馬之苦，「他隔一區給我們試，長

勢差很多，看到效果就會開始相信你。」 

阿質服務過的農民來來去去，「他前兩年可能來問十幾次，但今年就沒來找

我，我也不知道，可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還是說他就沒種了？」阿質對此看得

很開，「他們就是到處都問問題，如果他拿藥就解決的話，就不會再去問別人，

不管別人是農藥店也好或是我也好。」 

（二）阿萱 

阿萱也駐診在地方農會。在這之前，他先擔任過農企業下的植醫。當時他主

要與農民的班長討論田間管理，接觸其他契作農民的機會有限。 

剛進駐農會時，阿萱想像自己是待在辦公室裡，等農民來一問一答。然而，

他很快意識到，要跟農民交流，情感的力量比理性的力量更為重要，「要幫他們

忙，要先從打開他們心胸開始。 」  

阿萱起初能夠接觸到的農民，是跟農會較要好的一群。農會為了宣傳新來一

位植醫，在門口的跑馬燈公告；推廣部辦講習會等農民聚集的活動時，總幹事會

將他拉上台介紹；供銷部同事也帶他拜訪農民，「可是農民都是跟那個職員講

話，他不會跟你講話，我很難認識人。」如果農民來找他幫忙，也都是看在農會

的面子上。  

為了接觸到更多農民，阿萱平常就待在農會的供銷部。會來供銷部的農民，

就是田裡有狀況，才有買資材的需求。阿萱這時便會伺機遞上名片。 

（在農會供銷部倉庫） 

農民：這款，有人買過這款在撒田蒜28嗎 

阿萱：你是什麼田 

                                                
28
 「田蒜仔」是雲林莞草的俗稱，一種水田常見且不易防除的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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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有人買這個在撒嗎 

阿萱：有是有啦... 

農民：是啥款藥 

阿萱：我寫一個藥單給你參考一下好不好 

供銷部同事：他是植物醫生啦 

農民：這個可以用在田水嗎，不用噴，放水流 

阿萱：可以呀 

供銷部同事：那你是什麼田，你種什麼 

農民：種水稻的，那這個撒下去，草會死嗎 

阿萱：撒得死啦，而且不會傷到稻子 

農民：對啦，他們在說放水流的，免過掖仔29，他們說有這一款，我毋知（m̄ 

tsai）他們去哪裡買的 

阿萱：我寫一個… 

農民：啊這罐是幾… 

阿萱：標準是兩分田啦 

供銷部同事：一罐三百，用兩分田 

農民：喔，一罐三百，用兩分地，會死乎（honnh） 

阿萱：會呀會呀 

農民：我毋知它的名，他們在說有一款可以放水，現在老了哪有辦法用噴

的，沖水的話就可以跟肥料一起下 

供銷部同事：比較方便啦 

阿萱：這是我的名片啦，我是農委會來的植物醫生，如果有甚麼病蟲害的問

題啊，肥料啊，還是這個草的問題… 

                                                
29 bián kuè iā á，不須使用噴藥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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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銷部同事：專門的 

農民：應該會了解啦，在種田的都來這裡找，啥款有效，你們有經驗，所以

我就來看看...好啦，有閒我再過來坐... 

阿萱勤跑產銷班的班會，在班會宣傳近期常見的田間問題與注意事項。「一

定要跟班長熟，再去多了解種植面積最大的農友，他們會再介紹人過來。」他並

且加入產銷班的 Line 群，不時在群組裡發布病蟲害防治與植醫聯絡資訊的懶人

包，「後來發現產銷班以外的農民也有收到，曝光度還不錯。」  

阿萱也主動一個個拜訪農民，自我介紹時「一定是先講農會，因為他們最知

道的一定是農會，然後說我是農委會防檢局派駐來農會的植物醫師。就是要講出

我是公家單位的人，我的立場才是公益性質，專業度也比較可信，不然我可能是

某個廠商又要來推銷。」阿萱三不五時就去關心他們的田，「他就會知道他的田

常常會有人來看，你真的有在關心他。」專業知識雖然重要，但如果話題只有病

蟲害，即使講得再頭頭是道，農民「好像就覺得很無聊，講幾句就斷了。」最好

還要懂肥培、新的補助資訊，阿萱邊聊也邊學，對這個地方愈來愈熟悉，知道愈

多聊得來的共通語言，「可以跟那些觀察敏銳的厲害農民學習，然後再跟其他農

民講，他們就會覺得『哇你超厲害！』。」  

如果是阿萱比較熟的農民 ，他現在「認真聊大概一兩個小時，就知道他整年

的操作會是什麼。」聊一聊，阿萱也發現當地農民用藥上都有自己的看法，但如

果是用肥，就蠻一致，「農會推什麼肥、別人用什麼肥，那就用什麼肥。」 

與農民愈來愈熟之後，阿萱發現交談裡，「問題佔的比例蠻小的，像鄉下會

坐在廟前開講（khai-káng）30一樣，他們很多話想要閒聊。」像是，農產昨天喊

多少錢、哪個農民昨天出了幾箱、前陣子價錢好的時候被誰賺到，或者自己或誰

誰的家務事，「去人家家裡，一定就是會講一些有的沒的。」不像農民來植醫辦

公室的話，通常是問題很急，就不太有心思閒聊。  

（阿萱巡看農民的田後，在涼棚下跟農民聊著蔓枯病，農民忽然訴苦） 

農民：我這兩天光婆婆的事就夠我頭大了，看我什麼時候去把它消化掉，兩

個兒子，我老公每個月拿三萬給公公婆婆，每個月拿了十五年，公公

                                                
30  指閒談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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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萬塊，對一個老人家其實不多，他還會買除草買肥料，所以他沒有

存錢，他說婆婆兩萬塊應該會有剩，水、電、買菜都是我，我婆婆照

道理會剩錢，對不對？兩個老人家的退休一萬五千塊，不會去動到他

們的養老本，竟然我婆婆沒有錢，竟然四十萬出去、二十萬出去，一

年、兩年，現金都這樣子出去，都到小兒子那裡，你看你嘔不嘔，我

給他們生五個孫子，養五個，栽培五個，你看我婆婆大細心31，我公公

也不知道他多少錢，他老實人，不認識字，不會跑銀行，我公公都不

決策，不敢決策，我心就很冷（哽咽）...  

（阿萱巡看另一名農民的田後，發動車子準備要走了，農民忽然岔出新話題） 

農民：你知道他們怎麼煮飯嗎，我教了三個星期了  

阿萱：先洗米嘛  

農民：水怎麼控制，你要煮米要加幾杯水 

阿萱：一杯米就一杯水  

農民：正常都這樣嘛，那個不是，是這樣（伸出手掌作丈量狀） 

阿萱：嗯，應該是很有經驗的阿姨 

農民：你要阿姨都不會生病，都會一直做，我現在要改變他們，用米杯水，

講了兩三個禮拜  

阿萱：還沒有習慣  

農民：他們叫我說你不要再說了 

阿萱：被你念到會怕（笑） 

農民：我現在把它寫出來，貼在煮飯的地方。「七杯米、八杯半水、二十分

鐘再燜十五分鐘」， 貼下去 

阿萱：這樣就沒問題了  

                                                
31  tuā-sè-sim，指私心偏袒某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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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我再給他塞個計時器，不管電鍋跳不跳，二十分鐘嗶嗶叫，再燒十五

分鐘嗶嗶叫，掀鍋 

阿萱：因為對他來說要改變一個東西，他會覺得很困難，但我跟你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人難溝通，我就說完，我就走  

農民：我跟你講，用手沒關係，你很厲害，但是你沒有傳承，老闆賣這電鍋

就跟你講，一杯米一杯水 ，你的手掌你會覺得好，我會覺得不好，七

杯米、八杯半水，飯最好吃 

阿萱：數據就是清楚在那邊，那字要寫大一點，用紅筆寫，讓你不想要看也

看得到  

農民：對，電鍋上面我也再貼一張  

阿萱：廁所也貼一張 

農民：沒有啦 

阿萱：這樣才有效果...好啦好啦...（駛離） 

阿萱回憶當初受訓時，老師上課提到與農民互動的訣竅是——如果農民拿茶

來，你就喝；拿食物來，你就吃。阿萱沒料到得如此深入互動，原本自認不是很

會跟長輩聊天的他，一開始招架不太住這樣的漫聊，「會怕沒有話講，然後反而

更講不出話，壓力蠻大的，會心想『你在說什麼！我好想走！』」漸漸習慣後，

他感到有時農民只是缺少一個人可以聽他們說話，「我也不用講什麼話，他會一

直講。」 

阿萱曾與其他的駐地植醫交流與農民打交道的經驗。有的同儕感到工作內容

的比重上，與農民社交就佔了一半，像是業務員一樣。 

阿萱現在每天早上會用 Line 與農民互傳早安圖。他跟農民互動已經不會緊

張，懂得大聲講話、跟他們開玩笑，也會問一下農會同事最新的補助資訊，再跟

農民分享。對於比較私密的家事或八卦，他則只會傾聽，「就說『是喔』，不用

給太多自己的評論 ，這邊也沒有很大，你如果給太多想法的話，又傳出去，就不

太好。」 如果農民的話匣子停不下來，他也沒有空暇，這時就會請他們改天來農

會泡茶聊天。一旦打進農民的圈子裡，植醫可以套出很多農友間流通的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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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隔壁的田可能用了什麼藥，效果很好。」也可以問相熟的農民能不能配合田

間的實驗計畫，而且「當我今天把他東西真的做得好，他也會去到處跟別人

講。」 

阿萱認為，一般人感冒了，就算不認識診所的醫生，還是會走進去讓他看

病，「植物醫師不是這樣子的，你講的東西很有道理，他們也不是說不信，但他

們講求『他認識你』、『他跟你熟』，才願意去聽你講什麼，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得不斷拜訪他們，用聊天的方式慢慢參與農民的生活圈，才能將植醫的工

作內容融入他們的作業方式。  

（三）小尹 

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並非站在產地第一線，實際接觸到農友與其田區的機會

較少。這有時致使小尹一些作業上的難處。 

比方說，農民常用 Line 傳來圖片諮詢，不見得拍出關鍵部位或足夠的資訊。

「他拍一片葉子黑掉，我會再問大概的發生比例、有沒有持續在蔓延，如果是 A

的話，那他可能要做什麼，B 的話要做什麼，如果還是沒辦法，請再寄樣本

來。」線索很少又得避免誤診，小尹通常提供多種可能的處理方案，「不知道是

不是看到很多字，他們通常就不會再回我了。」被已讀是常態，他更無從知曉後

續狀況是否改善。  

如果農民是寄送樣本來，會有晚一兩天的時差，可能便發生複合感染，使得

初步判定會看到一些病原菌，但不能就確定它是造成病徵的真正原因，必須整合

農民近期的栽培狀況，才好判斷。即便農民親自送樣本過來，問診也未必順利。

每當小尹致電或當場口頭詢問農民時，「農友不會告訴你他噴了什麼藥，或者只

說一半，他實際上還噴了很多奇怪的東西，那些東西會不會就造成酸鹼質的沉

澱，造成其他一些更複合的原因？或者對植株造成傷害？造成一些系統性的、不

可逆的傷害？」在在皆是沒辦法親至現場探勘的小尹無以得知的疑問。 

小尹認為這凸顯出農會植醫的優勢所在。農會植醫能夠直接拜訪農民的田

區，觀察到更多診斷線索，或者他們與農民變熟之後，也能與農民交談更多的操

作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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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農民遭遇田間問題，想要很直接的解方時，對於不熟悉農民與農田的小尹

來說，難免「附帶很多不必要的廢話，像現在會講綜合防治概念。如果對這個農

民夠熟悉，是可以刪掉一些對他來說不重要、或操作不可行的地方，給他客製

化。」  

相較阿質與阿萱在地駐診過程，和農民大量社交的經驗，小尹不太需要、也

不太能夠與農民建立類似的交情與長期關係。他覺得，自己身在技術單位而非服

務單位，與農民間的關係不是必要的。對於平常與農民盤撋，「不是說在逢場作

戲，但是會有比較誠懇的表達跟情緒。」也許當下聊天氛圍不錯，農民會因此再

回頭找他，但他心底的界線自有拿捏，「我不是你的專屬植醫，我不是只有你這

個農民。」 

小尹甚至未必會特別揭露自己的植醫身分。他有時協助研究員辦理講習課

程，研究員會特地點名介紹他，此時會有蠻多農民找他聊天，他們會大概知道單

位有一個植醫，又是在做些什麼。不過，平常他跟著研究員出外做田間計畫時，

「農友問我是研究助理嗎，『對呀，我是呀！』我不會說我不是。」或者在診斷

窗口，有時農民問他是不是新來的，小尹也猶豫要不要介紹自己是植醫。他感到

揭露身分有時很尷尬，「我有這種感覺，他們可能覺得信賴度會下降，就可能又

要再找研究員出來。」然而研究員也在忙自己的工作，案件就會拖比較久。 

比起一開始駐診時，小尹對農民的表達能力進步許多。本來回答時，很多資

訊會擠在腦子裡，他現在能比較清楚告訴農民——這是什麼、為什麼會發生，又

要怎麼處理。這對於小尹目前的診斷工作來說，已經足夠。 

二、討論 

在前述的三段敘事裡，我們可以大致窺見植醫與農民的不同互動關係。就駐

地植醫的角度，這是農民從知道農會來了一名新角色，一路從初接觸、漸漸認

識，直到信賴他的過程。植醫雖然沒有商業色彩，但可能也被當作消極呆板的、

執業方式配合不上農民需求的角色，農民 F5便說：「當初認識的時候，我跟他講

說 ：『我們做這個，要做真的，不要坐辦公室人員的心態！』你不能說照表操

課。」如果要積極發揮前一章節所述的植醫職能，他們要在農業實務上與農民享

有共同話題、做出實質成果，而且要融入農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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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醫起初待在供銷部，有利於接觸來買資材的農民。為了進一步擴展客源，

植醫往往得勤於跑產銷班班會等農友聚集的場合，私下也得拜訪農友，看看他們

田裡最近的狀況、與他們聊聊天、向他們學習，這有助於植醫培養「了解在地風

土跟病蟲害相貌」的專業能力，進而促成對症下藥的實質診斷成果。不過，聊天

的話題許多時候未必與農業生產有關，也就是這些盤撋時刻，讓植醫得以紮根並

深化「植醫—農民」的關係。他們能夠由此掌握更多的農民操作細節，參與到更

多面向的農民田間實務，像是資材調度、甚至邀請農民合作田間試驗計畫。 

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與農民的互動經驗則大相逕庭。隨著駐診時間

與診斷能力的累積，他們在告訴農民「這是什麼田間問題、為什麼會發生、該怎

麼處理」的表達上有所進步。然而，他們難以勤跑田間臨床診斷，對於不熟悉的

農民作業習慣與田間情境，即使有心詢問，也感到對方有所隱瞞。他們因此難以

客製化出解方。為了避免誤診，他們提供盡量全面的回覆，過多的字數反而成為

溝通障礙。在與農民的人際往來上，他們拿捏的界線也遠遠比駐地植醫要來得分

明。 

簡言之，植醫工作的展開，不僅僅是專業能力與技術是否足夠的問題，更重

要的是他們如何與農民互動。以下小節，我首先交代植醫要促成田間實質成果的

轉譯重重關卡——聽懂農民的語言與弦外之音；繞開農民的地雷，說出他們的興

趣；在理解田區實務與農民需求下，提出可行的做法，做出實質成果——接著指

出，農民對植醫的信任感除了來自實質成果以外，也奠基在日常的盤撋。 

（一）轉譯的關卡 

第一年其實大家也是真的在看笑話，因為就是他剛學校剛畢業嘛，然後

來田區，搞不好我們還比他更懂，但是我是覺得人家在學校讀那些東西

讀那麼多年，然後又碩士，那一定是比我們還強，只是說他的溝通能

力……你要講人家聽得懂的，你一直講那些什麼真菌、細菌，又分什麼

的很多，聽不懂，你只能講一些比較白話的，那這幾年就是確實有不斷

的在成長，所以大家對他的專業度一定是在慢慢在認同當中（農民 A1） 

由這段話可以看出，植物醫師要與農民溝通、進而說服農民接受診斷建議，

並非無往不利。這對於剛到職的植醫尤其是難事，他們得學習流暢使用農業實務

語言，界定農民的興趣與利益，最後說服他們接受其診斷建議。這樣的轉譯過程

將遭遇不少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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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關卡是語言門檻。例如有植醫表示自己原先聽不懂、也不會講客語，

為此特地去考客語能力認證；或者反應駐診地區有特別的臺語腔調，和他在自己

家裡講的不一樣。農業術語也會出現在地的俗稱或簡稱，如敘事裡農民只會提到

肥料的號碼，阿質得很快從中回推這是哪一支肥、又是什麼樣的養分組成，或

者： 

銹病叫做 âng ên ，因為它紅紅的然後有點發炎那種感覺吧，他們就是臺

語這樣叫……我也不知道 tsháu-meh-á
32是小的那種中耕機…常常聽到有人

在講，我就會說「這是什麼意思？」然後他們也都會跟我講，可能就直

接比給我看、拿給我看…（植醫 A10） 

此外，植醫也得掌握到農民未明講的內容。例如田間變化也許容易體會，卻

不容易訴諸語言，也就是說，農民不容易將田間問題的身體感知，明確轉化成

「作物是哪裡出問題」的具體表達。或如敘事裡阿質表示「農民描述病症的方式

很直覺」，農民的白話表達與課本術語有所落差。值得注意的是，誠如前一章強

調植醫診斷過程的重點之一是向農民問診，農民在許多時候是作物的代言人，植

醫此時如果不懂得聽，診斷便容易失準。 

更重要的是，如 Landini（2016）指出，農業推廣工作者得聆聽出農民的生產

理念與顧慮，這也是植醫面對農民求診的理解重點。農民的生產方式與他們的價

值觀緊密相依，自有邏輯，如 Stein 與 Luna（2021）在田野中觀察到，非洲農民

將施灑農藥時所嗅入的氣味認知為「成功的味道」，敘事裡阿質也遭遇農民施了

農藥才安心。這凸顯出植醫除了懂聽，也要懂說。在這種情境下，阿質便將建議

重點放在節省資材的開支，畢竟經濟成本考量是農民非常關心的重點。 

有時植醫在表達上要注意的重點，是避免踩到農民的地雷。例如農民如何運

用資材，是他們私藏的訣竅（know-how），敘事裡阿質要知道農民近期的作業方

式，便得旁敲側擊，以「你這邊有沒有○○蟲？用什麼噴？」取代「你在什麼時間

點，施了什麼藥？」的直問。當今天植醫到了田區，發現農民氮肥下得太重，比

起直言他做得不好，則可以較委婉的提醒：「你看這個顏色會不會太綠，苗來說

是不是太長？」（植醫 A4） 

農民其實會害怕人家覺得他種不好，他已經知道他自己這一期種得沒有

很好，他就不想要提到這個方面的話題……這期什麼東西種得好不好或

                                                
32
 一般用法指的是蚱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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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麼管理的方式，他就不會講，遇到那種就是不要再去戳他痛點（植

醫 A9） 

當農民並非主動求診、自行揭露種植狀況不佳時，植醫得避免讓農民產生自

己做錯而他們才正確的感受。植醫往往會發現田區可以改進的地方，然而如敘事

中提及「現在這套流程就可以生產出農民要的東西，他就會覺得這樣子做就

好」，即使農民有改善意願，植醫在表達上也不能照搬生硬的學理原則，或者僅

以科學儀器與數據來替自己的診斷背書。例如敘事裡，農民對當地肥料使用、田

區土壤酸化之間的關聯了解不深，這些是植醫藉由儀器可以清楚得到的資訊，卻

非農民的身體經驗所能感知。植醫在表達上，不是要告知農民土壤營養元素的組

成和數值，而是強調驗土的好處所在，諸如可以調整肥培管理，有助作物更強

壯、美觀，風味也更好，讓農民對此有興趣。 

當農民產生興趣，這個資訊的重要性更會在農民間漸漸流傳開來。起初是植

醫先建議部分農民送樣檢驗，他們才會送，後續則愈來愈多農民會想要主動驗

土，如農民 F10 第一次找上植醫，便是因為「聽說有驗土這項服務，想知道說土

壤裡面大概有缺什麼。」 

農民感興趣並信任的，不是學理原則。前一章的「在地化的普同性」概念指

出疾病在不同空間背景的異質性，這討論的是人們如何認識疾病。不過，比起認

識它是什麼樣的問題、與科學協議提綱挈領的內容間又具有什麼樣的落差，對於

農民來說，他們更關心的是該怎麼處理它。植醫若要提出適用的解方，不只得留

意到田間問題的生成脈絡與情境差異，也需要對農民的作業習慣有更多了解： 

一開始還沒有接觸很深的時候，會覺得就是書上那一套方法，跟你說必

須怎樣怎樣做，可是後來會發現其實不一定要照書上，最主要是要符合

他們的成本考量，有些書上講的方法可能有效，可是很費工、很費勞

力，農民根本沒有那種時間去做……書本上寫的東西是有它的道理，但

是你必須看現地的操作模式去做調整……現在都是寫周距 35公分到 40公

分，專業栽培都 20 公分，因為產量多，可是這樣操作會有什麼後果？是

病蟲來不好管，因為很密，他們肥如果給的很多的話，那個葉子愈來愈

茂盛，就是會整個密到很不通風，這個東西你就是書本上看到跟你實際

上看到不一樣（植醫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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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田間診斷經驗的累積，植醫漸漸掌握當地的作物種植實務。有些植醫也

額外找了一塊地作為自己的監測田，跟農民在相同時期耕種一樣的作物。有實際

耕作經驗的好處是： 

看植物比較有敏銳度。因為你知道它正常的樣子長怎樣、它不正常長什

麼樣子，如果你一直去看農民的，農民的不一定是正常的，所以你自己

要建立一個資料庫——這是健康的、這是不健康的，這樣你比較好判

斷，很多人沒有這個經驗，那你就會覺得什麼都是正常的（植醫 A12）  

耕作實務經驗也有助於植醫判斷，田間問題到底是農民操作上的問題，還是

其他條件如天氣在作怪。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小小的一塊試驗田，和農民種一

分地甚至一甲地的工作量仍然懸殊，實務的可行性並不能夠直接複製。 

無論敘事裡「農民反彈『太多棵了，不然你來！』」或者「如果是要課本上

的東西，直接請農民去掃植物保護手冊就好」，在在透露著植醫診斷上最重要的

是實務的可行性。不可行，或許因為過度費工，農民難以投入對應的時間與勞力

成本；或許特定藥劑因為當地的使用習慣與微氣候而未必生效，或者難以取得。

因此，植醫可能提供更多的選項，避免單一建議因為成本高昂或難以操作而轉譯

失敗。實務可行的建議才成功促成實質成果，這是最後的關鍵，一如阿質透過處

理好玉米薊馬的問題來證明自己，取得農民的信任。 

總結而言，植醫的轉譯過程，是先聽出他們的詞彙與生產價值觀，然後避開

他們的地雷，具體說出他們的興趣與利益，進而權宜的客製化出可行的建議，讓

農民採用後收穫實質成效。這並非一蹴可幾，重重的關卡容易使植醫的診斷無用

武之地。經驗豐富的農民更是相對較強勢的一方，他們有時會當作看笑話，反彈

或置之不理植醫的建議，植醫得向他們學習，理解他們的舉措與想法，進而調整

自己的建議選項與重點，轉譯才得以發生。無論如何，農學專家永遠無法提出一

個標準化的最佳實務方式，這始終取決於特定情境的特質與條件，重要的是提出

適合在該情境下運作的實務（Birner, et al, 2009；Landini, 2016）。 

相對駐地植醫，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如果只待在實驗室裡處理樣本，

或者只面對農民的訊息求診，便始終處在實驗室的情境，與田間的脈絡與實務間

不免隔著距離。前述轉譯的關卡將更加反映其作業挑戰。他們難以客製化出情境

適用的建議，也無從追蹤後續的實質效果。他們清楚認知到這是駐地植醫的優

勢，如敘事裡小尹提到「農會植醫能夠直接拜訪農民的田區，觀察到更多診斷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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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試驗改良單位植醫就此的「懂聽」與「懂說」，便只能加強田間問題「是

什麼」、「為什麼發生」與「如何處理」的表達，即使處理方式無可厚非「附帶

很多不必要的廢話」。 

在下一小節中，我們更能看見不同駐診單位植醫在「植醫—農民」關係上，

如何互動與維繫的明顯差異。 

（二）植醫—農民的社會關係 

農民對植醫的信任，在前一小節是紮根在實質成效上。然而，這不僅僅是技

術與知識在特定情境下被協商的問題，更是一個人情問題。在持續、定期而長期

提供服務的連繫下，農學專家才能建立起農民的信任，信任能夠深化他們間的社

會關係，關係中進而得以激化出資源或機會（Fisher, 2013；Sutherland, Mills, 

Ingram, Burton,  Dwyer, & Blackstock, 2013）。 

阿萱的敘事透露大相逕庭的植醫遭遇。受訪的許多植醫向我表示，擔任一名

駐地植醫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是懂得如何跟農民互動。植醫與農民的互動，不

是呆板的一問一答，交流範疇更未必侷限在田間問題的診斷與轉譯，他們許多時

候其實是在閒聊，話題與植醫的專業能力、農業生產毫不相干。這乍聽是研究者

在田野裡，容易認定與研究提問無關的雜訊。然而，這恰恰反映農民習慣的「農

業是一種充滿社會與文化情感的生活方式」（葉守禮，2021），當中大量的盤

撋，是植醫的重要技能，某種程度也堪稱植醫的隱形勞動。如果討論植醫時，視

野只放諸診斷服務，即忽略了這相當奠基在他對農民生活的許多社會互動。 

人際間的盤撋與交情，是不少鄉村研究的討論重點。人情並非自然而然的發

生和發展，單單憑靠地緣或血緣都不足以構成，這取決於動態的社會互動與互惠

互助，更是人們在鄉村裡如何做人、如何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基本道理（謝國雄，

2003：288；Höckert & Ljung, 2013；Jacobs, 1979）。 

人情與農業生產息息相關。例如，耕作的機械化上，比起個體農民的生產能

力，他們如何善加運用與擴展社會關係，才是機械化成功發展的關鍵（黃應貴，

1978）。農友間口耳相傳的生產資訊，常發生在泡茶閒聊場合，他們的草根知識

奠基在人際關係上才得以形成並流動（張宏政，2004；Yeh, 2016）。當農民面對

新的科學訊息時，首先在意的是「是誰帶來這個訊息？是否容易親近？」（張宏

政，2004），農業資材行因為在當地長期耕耘與農民之間的關係，方能作為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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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後勤網絡，促成小農社群的社會互動與經濟交換（葉守禮，2021）；或如

基層農業推廣工作者，亦必須與農民時常往返，維持與農民間的良好關係，才能

開展其工作（董時叡、王淳妍 2004；張宏政，2004）。 

植醫工作也不免俗，為了讓農民「認識你，他才願意去聽你講什麼」，植醫

會權宜地主動接觸農民，與他們變熟。駐地植醫的駐診地點通常為農會，敘事中

阿萱遇到陌生農友「自我介紹時一定是先講農會。」農會基本設有：推動農事與

家政推廣教育的推廣部、提供金融貸款服務的信用部、辦理保險福利業務的保險

部，以及供給資材的供銷部。由於農會長期提供農民生活與生產上的多功能綿密

服務，農民已對農會產生依賴與認同感，是政府推動農村政策的重要代理者與傳

送網絡（廖坤榮，2004）。在示範計畫階段，經由農會讓農民認識並接觸植醫—

—如植醫能輕易在農會倉庫、農會產銷班班會等場合與農民直接互動——有助於

打通「植醫—農民」的關係。農會同事也是植醫剛到職時，協助他們接觸農民、

帶他們向農民打招呼的重要引路人，或如阿萱在農會倉庫向農民自我介紹的對話

裡，供銷部同事在旁不時幫腔。農會同事是植醫的重要後勤夥伴，植醫也會向他

們探聽最新的補助資訊，作為與農民打交道的談資。 

不過，植醫駐診的農會再有心宣傳植醫機制，除了宣傳或提供他們一份在地

農民名單之外，並不會過份介入其人脈的擴張與經營。這使「植醫—農民」的關

係充滿彈性與多樣性，有的植醫會計畫性的跑產銷班班會，積極認識班長；也有

的一個個親自去農民家裡拜訪，泡茶聊天；也有植醫因為農民求診的案件數或單

位交由其承辦的計畫之工作負荷量已足夠，較不需要刻意擴展客源。 

概括而言，植醫社交圈的最邊緣，是那些無業務配合或聊天交集的農民，他

們也許有獨立於農會的產銷系統或固定的標準作業流程，或者比起改善田間管理

與作物品質，提高種植面積來領取公部門補助或獎勵金，才是他們的優先考量。

而且，植醫沒有「開具處方箋始能買賣及使用藥品」的權力，植醫建議便沒有必

要性與強制力，讓如果只是想要取得資材處理緊急病蟲害問題的農民，可能就不

會想要多經過植醫這一關。 

從邊緣往核心，是與植醫有所互動交集的農民。社交圈子的經營有賴植醫與

農民的日常盤撋，這是植醫可以練習並習慣的農村待人接物方式。農民的生產資

訊常在泡茶聊天場合流通，這個場合的話題絕對不限於農業生產，植醫必然會接

觸到八卦瑣事等閒聊。或如敘事裡阿萱遭遇農友冷不防的訴苦，這透露著植醫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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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僅追求專業話題溝通的專業水平，當談論白銹病的下一刻緊接著的是私密話題

時，他必須習慣並懂得如何在那般場合下合適的回應。 

植醫本身也可能成為閒聊的話題。諸如農會新來了一個植醫、這個植醫可以

做些什麼、成果成效的口碑相傳等等也會發生於農民間的交談： 

有些農友非常愛炫耀，我們今天如果把他東西真的做好了，他會記得那

件事情，而且會就是到處跟別人講（植醫 A3） 

從那個時候（按：植醫處理好風災引起的番茄病害問題）好像就比較多

人來了，他們就會一個傳一個，然後他們就會自己比較主動拿 sample 來

（植醫 A1） 

社交圈外圍包括許多來求診即時性問題的農民。敘事裡阿質遇過農民「前兩

年來問診十幾次，今年突然消失」，揭示核心之外的關係具備相當程度的脆弱

性。 

假設你是農民，你會想去農藥店然後一支藥拿回去就解決，還是說我今

天要先去問植醫之後再去藥店，要跑兩趟，然後說不定兩個講的東西又

不一樣？（植醫 A9） 

當田裡發生問題，農民有多元的諮詢管道，他們會到處問，直到獲得解決問

題的辦法。植醫僅是管道之一，他們須努力錨定適合配合的農友族群，才能穩定

並深入發揮自身專業。 

我自己體感的話，這個沒有統計，我覺得問一次後面就不聯絡的這樣的

人大概占兩成，問完之後會繼續保持聯絡的大概占八成……我來來去去

接觸到的人很多，過程之中你在跟有些人溝通，就會覺得他還是按照他

的方式去做，你當然就是跟他一起解決完問題之後，不一定會繼續。那

為什麼選擇跟一些人繼續深耕，當然是你跟他相處，你會覺得這個人有

辦法把你講的東西發揮出來（植醫 A3） 

由於植醫與農民互動的終極目標，是可以參與到他們的田間管理方式，他們

的關係自然不能僅僅停留在閒聊而已。在社交圈核心處，植醫最為熟識的農友是

在實務上比較好溝通、願意討論，並可以發揮出植醫建議的一群。如敘事裡阿質

能與農民大哥討論藥劑的更替，甚至請他即時回傳用藥紀錄，這不只觸及、更介

入了農民的生產竅門，進而也讓 IPM 等學理概念有機會在情境發揮。隨著植醫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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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到農民愈多生活與田間實務的面向，植醫與這些農民間的關係愈緊密，也愈可

以維繫。 

互惠是鄉村社會關係的重要基礎（謝國雄，2003；Jacobs, 1979）。「植醫—

農民」關係對農民的好處是可以解決田間問題、改善田間管理，或者接軌較新的

知識與資源；對於植醫而言，聊的過程可以探聽到許多農民的田間實務資訊，如

阿萱發現在地農民的用肥行為人云亦云，施的肥料也許不那麼適合自己的田區，

弊大於利；或者也能知道風土病的表徵、農民近期的生產操作細節等。植醫得以

從中發揮職能，跟農民一起討論資材的調度，或者招攬農民參與田間試驗計畫，

在在有助於植醫培養「理解並調節在地農業實務」的能力。 

植醫與農民交談的話題，也可以成為他與其他農民互動的談資，如敘事裡阿

萱「跟觀察敏銳的厲害農民學習，再跟其他農民講」 。農民亦樂見植醫擴大其社

交圈： 

他面對是一大群人。當一大群人，他的資訊會很多，農民會告訴她說這

個藥可能很好用，變成很多人都推薦這個的時候，他就覺得這個可能真

的不錯，他就會慢慢的推廣這樣子，我覺得他最大的效果是在這裡（農

民 F2） 

當植醫拜訪愈多農民，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交集將使植醫在每一個

案例學到不同的東西，進而讓圈子裡的人都能受益。這也符合 Kuehne 與

LLewellyn（2017）對於農學家「認識誰」（know-who）潛力的探討，這在在影

響著他們如何判斷問題、挖掘原因、確認處理方式，又如何提供建議。 

不過，盤撋當中高密度的人情互動也可能消耗許多社交能量，甚至產生社交

壓力。諸如敘事裡阿萱起初會暗想「你在說什麼！我好想走」；也不乏植醫認

為，如果換另一個更會社交的人來做這個工作，會做得比他更好。綿密的盤撋有

時使植醫工作像是業務工作，對於沒預料到這點或者較不擅長社交的人，也可能

造成另類的工作壓力或阻礙。 

如果他人生花比較多時間在讀書，所以他在社交上比較少的話，他會讀

書所以他今天取得了這個工作，但是這個工作勢必要讓他做一些社交的

行為，那他就會比較困難，也不是說不行，就是入門會慢一點（植醫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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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一個短暫停留的研究者，當我置身農友閒聊的情境時，其實是常常摸不

著聊天節奏與頭緒，或者坐立難安於訴苦話題的私密。這或許便接近植醫初期

（甚至至今依然）得嘗試跨越的尷尬感受。就此，我訪談到的植醫其實較多自認

個性偏內向，但他們認知這是他們的工作一環，進而發展自己的社交策略，將量

能控制在自己能夠好好社交的負荷範圍，例如傾向一對一深聊而避免一次對上多

個農民的場合、用誇獎農民來當作跟他打招呼的方式、習慣傾聽或學習大聲跟他

們開玩笑等等。 

上述主要討論的是駐地植醫的遭遇。駐診在試驗改良單位的植醫，就此的經

驗堪稱南轅北轍。他們不一定會實際接觸到農友，而只面對到樣品或問診訊息。

當他們接觸到農友，許多時候也不會揭露自己的植醫身分，而秉持著計畫助理身

分跑田間出差，或者服務於診斷窗口時，顧慮農民對植醫職稱的陌生，若吐露自

己的植醫身分恐怕徒增溝通成本，對作業的過程與結果沒有好處。 

試驗改良單位植醫與農民的互動於是為「試驗改良單位工作者—農民」關

係，未必是「植醫—農民」關係，得拿捏住技術單位與農民互動的分際。他們毋

須積極與農民經營長期而深度的關係，注重在當下面對面互動的短期氛圍即可。

然而，如小尹感到「農友不會告知噴了什麼藥，或者只說一半」，因為缺乏社會

關係的基礎，他們互動時許多資訊是不透明的，造就診斷作業上的難處。 

 

三、小結 

當我們討論農民對植醫的信任感時，不能僅關注其診斷服務的效果、頻率或

持續性，這將忽略植醫如何參與田間問題以外的農民生活面向。 

過往討論農學專家時，往往將其視為外來的專家，反對「專家在實驗室產出

的專業知識能夠由上而下單向傳佈給農民」之預設，注重於他們進入地方特定情

境後的科學轉譯成敗，如果討論到他們與農民的互動，討論的是過程的各方協商

（如楊弘任，2011；蔡介庭，2015；簡妤儒，2021）。討論人情時，聚焦的則是

在地的生產者、資材行或基層農推工作者之間的社交往來（如董時叡、王淳妍，

2004；Yeh, 2021）。在前述植物醫師與農民的往來中，我們可以看見診斷實質成

效與人情的緊密混雜，這包含不少非專業的閒聊時刻，反映出臺灣鄉村裡盤撋的

重要。盤撋是做人的基礎，奠此，植醫方能為農民所信賴，進而發揮職能。駐地

植醫與農民的往來也不侷限在面對面溝通，如阿萱用 Line 跟農民互傳早安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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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病蟲害防治資訊並發現農友間會再進一步擴散出去。隨著科技媒介發展，線上

社群也是植醫盤撋的一個突破口。 

「植醫—農民」關係不會影響植醫的診斷內容，但有助於診斷建議被採納，

關係的深化，也可以觸發更多的配合機會。Landini（2016）指出，相關研究在討

論農學專家的執業時，往往將專業知識與人際社交技巧置於同等重要的位置，或

者側重於前者，然而被低估的社交其實更為重要。植醫的處境支持這個觀點，他

們許多時候得「慢慢參與農民的生活圈，才能將植醫的工作內容融入他們的作業

方式」，否則若與農民習慣的互動方式不相符，再多舉措對於農民而言都無感。

Höckert 與 Ljung（2013）指出，專家不只要與農民共享語言，某種程度上更需要

共享生活世界，也就是說，不只停留在口頭的專業話題溝通，得在情感與實務上

有更多面向的參與。不過，Höckert 與 Ljung（2013）的研究方法是針對文件檔案

作論述分析，我則透過田野與訪談，以實證研究再強化了這個論點，也描繪出植

醫的執業遭遇及臺灣鄉村的盤撋特色。 

總結而言，前一章節交代植醫的職能，這一章則說明植醫要發揮職能的具體

轉譯過程，及其落實在什麼樣的「植醫—農民」社會關係中。奠基在這兩章的討

論，下一章將以「白話專業知識」為軸，探討我們從植醫案例中，究竟可以看見

什麼樣的新專業知識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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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植醫養成紀：白話專業知識的取得 

前文刻劃植醫在田野現場的定位與作為，「轉譯」有助於我們釐清植醫診斷

過程中知識的轉化與傳遞，不過，過程中不僅僅發生知識的協商，也積極創造出

新型態的知識。當植物醫師展開診斷工作，接觸田間疑難雜症、農民田間管理可

改進的地方，以及溫溼度、風向、土壤等等情境特徵時，他不只是調整所學，將

其傳送進入特定情境，他同時也發展出情境化的專業知識。白話專業知識（Lowe 

et al., 2019）的概念適用於此。 

藉以白話專業知識的理論視角，此章進一步討論植醫專家角色的養成。以下

我首先交代植醫的角色定位，接著爬梳白話專業知識的討論重點，並解釋植醫如

何取得與交流白話專業知識，這又如何有別於他們在學院所受的專業訓練。 

一、植醫的角色定位 

先前公部門的植物保護與科學分析業務，集中於試驗改良單位專家上。然

而，各鄉鎮地區自有獨特的風土條件與作業習慣，相較於轄區廣大、主要業務並

為執行研究計畫的試驗改良單位專家，駐地植醫不只具備時間與地點上的可近

性，也因為駐地而能詳細掌握風土，得以貼近甚至補充在地尺度的實務運作，如

前述敘事裡阿質能夠「掌握到昨天有下一場雨或是颳一陣大風，很多事情都跟它

有關係。」 

在產地，資材行老闆對農民的草根知識與田間管理行為有重大影響。相較於

資材行，植醫則能積極到訪田區，針對特定的田間致病脈絡進行診斷。我在田野

過程曾耳聞資材行並不看好植醫制度，認為植醫比不上自己深諳地方的風土條件

與作業習慣，然而敘事裡阿質提到：「他們知道的東西，我們將來也會知道，可

是我們知道的東西，他們不會知道。」隨著駐診時間拉長，植醫或將愈加熟悉在

地習慣，資材行卻難以習得其知識。 

有別於過往討論農業資材行對於產業與技術發展扮演的積極角色（葉守禮，

2021；顏碧吟，2008），我訪談的農民對資材行泰半持保守看法： 

以我們那麼久的經驗，農藥行盡量是不要去，去的話，一定跟你介紹得

一種病可以分好幾種藥，這樣子賣，他就多賣一點（農民 F15） 

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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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F10：農藥行其實他只會問你說什麼病蟲害，然後他就拿給你噴這樣

子。  

我：那他拿的話，是會拿很多支給你試嗎，還是？  

農民F10：沒有沒有，有時候他覺得噴這個有效，他就會拿給你……因為

農藥行他們都比較有實務經驗，在這裡做很久，對，然後他們

都因為自己家庭也有做農，所以他們覺得噴那個就有效了，可

是像我們這邊，我們蟎類就比較容易得，可是他們那邊又不會

得，所以茶區不一樣，不一定會得什麼病蟲害，他們都認為你

噴那個就好了，導致有時候你噴那個又沒效，然後又換，對

吧…… 

如果農民事先找過植醫，他們到了資材行便可以直接指定要買什麼資材，一

脫過去的被動，也避免藥劑作用重複或者未對症下藥。植醫也不僅是開藥單的角

色： 

不只能給栽培管理的建議，在你栽培初期的一些，譬如說病蟲害跟相關

發生因子的監控跟預防，可以給比較多樣、比較系統性的建議，就是可

以給你比較能預防的一些措施，就不只是農藥商能夠給的農藥的一些建

議而已，甚至可以把關到食安的部分，也就是比較安全的農產品（植醫

A5） 

試驗改良單位植醫的角色定位略有差異。他們固然有田間出診的機會，這時

也會接觸到田間臨床情境，但主要仍在於加強單位既存的診斷服務，小尹在敘事

裡即比喻自己是「大醫院裡的家醫科」。他們較難掌握在地尺度的風土條件、針

對特定的田間致病脈絡進行診斷，主要培養的是在實驗室脈絡中的診斷能力，可

以對所有症狀進行初步判斷。由於他們診斷窗口會大量接觸病例，客群也包含農

藥廠業務員，這有助於他們蒐集問題，進而將新出現的田間疑難雜症彙報給研究

員，使研究員著手研究系統性的防治方法。他們在定位上有時接近單位的研究助

理，診斷上也比較被動： 

我們還是在生產最後一塊，就是農民遇到問題才會過來，如果說他們顧

得好的話，他們的農作物收成根本可以略過我們就直接出貨（植醫 A8） 

由於許多防治方法尚待研究，這更加凸顯著植醫如何有別於科學的準則或未

竟之處，在臨床診斷過程長出自己的專業知識。白話專業知識的概念適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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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太多種類了，不是說像寵物可能比較大眾的那幾種，作物就是太多

樣化然後每個地區又不一樣，然後研究人員人力又有限，所以其實蠻多

東西到現在都還是在一個研究階段（植醫 A9） 

二、植醫的白話專業知識 

白話專業知識，乃以田野情境為基礎，受到外在資源滋養，在專家與生產者

的交流間形成並持續更新的混雜知識（Lowe et al., 2019）。Lowe 等人（2019）使

用白話（vernacular）一詞，目的在於避免預設或劃分出鄉村內部與外部世界的二

元，徒然將生產者的專業知識侷限在一個僵固的地方，窄化知識流動過程為鄉村

地方知識與外來專家間的拮抗與協商。 

以田野情境為基礎，是因為田野專業知識（field expertise）乃在特定情境

裡，經由實作而產生並應用的知識，也反映著情境背景的特殊性（Proctor,  

Donaldson, Phillipson,& Lowe, 2012）。有別於實驗室，田野情境是存在高度不確

定性的空間，不過諸多難以控制的情境變項未必是專家作業上的問題，他們反而

可以與變項條件積極互動，化此為轉譯優勢，將科學在田野實作出來（Eden, 

2008）。例如臨床獸醫的診斷，一方面要累積田野經驗，考量當地的生態與病

相、農場的技術能力和商業目標等等；一方面得發展實驗知識，在各變項下嘗試

干預試驗，綜合以替特定生產者量身打造特定情境有效的處理方案（Proctor, 

Lowe, Phillipson,& Donaldson, 2011） 。 

受到外在資源滋養，則是因為除了因地制宜的田野專業知識以外，專家也會

持續橋接、更新外部的各種資源與知識，針對特定情境，參考、選擇並整合這些

知識，使其適用於風土環境、產業狀況和特定生產者的生產情境。也就是說，白

話專業知識超越了地方，混雜著田野經驗、實驗知識、外來資源，是在田野中形

成（field-generated）並且聚焦田野（field-focused）的知識，同時也才促成田野導

向（field-oriented）的專家（Lowe et al., 2019）。 

除了內外知識的混雜，白話專業知識也得在與他人的交流中產生。要成為田

野導向的專家，除了專精本身專業之外，也得與他人合作，甚至適時成為一位

「非專家」，例如 Proctor 等人（2011）訪談的獸醫提到，他們九成以上的田野知

識是從農場主身上學來。交流的箇中關鍵是互動型專業知識。與其他專家共享實

務的術語與話題，才能有意義的討論並相互學習，進而將自身專業發揮進田野情

境裡。互動型專業知識於此，不僅僅是採用實務語言與其他行動者交談，更是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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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被協商和情境化的一系列創造性過程（Lowe et al., 2019；Proctor et al.,  

2011）。 

植物醫師的經驗，無一不呼應著白話專業知識的概念。植醫在田間診斷過程

中，診斷複雜致病脈絡、監控在地尺度的病蟲害、摸索在地經驗的科學根據，在

在培養他們的田野專業知識。即使一次的診斷建議不可行，也是一種試誤，從失

敗中學習，再調整成更符合情境的方法。尤其時下許多田間問題是農民難以憑靠

經驗應付、也缺乏系統性防治知識，植醫得與農民協力摸索出應急舉措，或者發

起在地尺度的田間試驗。然而，可能因為作物的生長季長，難以在計畫期間就順

利產出試驗結果，僅能試誤而未必催化出實際成效。 

植醫 A7：這一年就春冬兩季，所以我們實驗一年也就做兩次，很多東西

就是要等的時間比較長，所以前面是在準備期，要開始有成果

產出就現在最後一年 

我：還沒觀察出來 

農民 F10：對，因為才剛種下去沒那麼久 

橋接外部資源上，則諸如將植體或土壤樣本進一步送至學校或試驗改良單位

作精密檢測、協助農民或產銷班參賽永續善農獎，甚至協助農民預演如何應對評

委的田間查核。植醫的後勤伙伴更包括許多駐診地帶外的專家，當他們遭遇自己

不會的難題，可以向其他植醫同儕、試驗改良單位研究員與學校老師求救。這也

是農民清楚的植醫優勢所在。 

雖然這邊駐地就我一個人，可是後面是一個非常穩健的專家輔導團隊，

不管是植微系、昆蟲系、農藝系、園藝系……我們這邊有什麼問題，老

師也都是很積極協助（植醫 A3） 

我們沒有顯微鏡……我們是大概看病徵，因為問題是像有的病害，它初

期很不好判定，那怎麼辦？我們也不可能檢驗，所以說我們就說：「你

看看怎麼樣」，他不確定的情況，他會幫助我們去做像是病的那些檢驗

什麼的……有些東西他也不懂，他都會去問學校的老師……（農民 F2、

F3） 

植醫也有許多能力與機會向外更新資訊，進而將其轉化為實務的養分： 

我們植醫的點就是，我們相對於農友比較有接觸到農業新知的機會，不

管是看一些 paper、研究，我們比較知道一些習性再做調整，或者現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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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藥劑已經登記、哪一些相對比較沒有效了，就會建議農友做更替

（植醫 A3） 

植醫用藥知識的主要參考來源是植物保護手冊33的推薦用藥。誠如植醫 A3 得

更新哪些藥劑比較不好用的訊息，輪替用藥是常見的植醫診斷建議，這可以回溯

農委會近年推廣的抗藥性管理34。抗藥性管理是 IPM 的一環，期許專家積極指導

生產者用藥、生產者也要認識抗藥性原理與輪替原則，以落實之（許如君、張嘉

哲，2016）。然而官學界提綱挈領並注重學理的管理指引，很難直接應用於現

場： 

這一兩年一直都在推，實際上推起來不容易，還是要田裡面農民試過有

效才有用，農民可能跟你說「喔我之前這樣用就沒效啊」、「另外一隻

藥買不到」，這也關係到農藥行它進貨的種類，就會有點難（植醫 A2） 

如前一章提及要深入理解農民，農民認為的沒效，有時可能是效果沒有立即

發生： 

有一支抗藥性比較低的，它其實是脫皮機制35的藥，所以發生效果的時間

會很慢，當農民看不到效果，就不會用（植醫 A4） 

每個地區有各自的用藥習慣，直接反應在抗藥性的地區差異，以及資材的容

易取得與否： 

農民 F8：以前好像噴了一兩次就過，然後現在噴沒有效果  

植醫 A4：你知道我去臺灣其他地方，跟他們說甜菜葉蛾噴賜諾特沒效，

每個都很驚訝，因為照理來說賜諾特本來就是一支對葉蛾類超

級有效的藥，對，但是被我們這邊噴到沒有效了 

要鼓勵並確認農民輪替用藥，植醫當然不是將學理照本宣科，而得留意地方

的用藥習慣、資材進貨狀況、農民看待有效與否的觀點、藥劑在不同田區或作物

不同發育階段的防治成本與使用效果，以及產學界對害物與相關防治舉措的最新

                                                
33 植物保護手冊由農委會藥物毒物試驗所發行，整合各種植保技術及農藥使用方法。紙本書以水

稻、蔬菜、果樹各類作物單行本方式不定期發行，電子書於 2018 年 11 月改版為「植物保護資訊

系統」。 
34 抗藥性在學理上，指生物在農藥選汰下人擇演化，結果可能會造成田間防治失效。實務上，則

指有害生物族群遺傳特性改變而對農藥有更高的抗性，在排除農藥產品變質、施用不當或施用時

異常天候或環境等其他影響防治效果的因子，且農藥依正確的使用方式仍然發生多次低於預期的

防治效果（資料來源：《農藥抗藥性管理指引—基礎篇》頁 6） 
35 干擾害蟲脫皮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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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等。斟酌之後，將植保手冊內容轉化為實務可行的情境化知識。植保學

界期待按照藥效、人體安全、環境安全、經濟、便利性等項目，評選並建立植醫

用藥的最佳處方制度（孫岩章，2018：23、218）。然而就白話專業知識的觀

點，這樣普同的系統性指引即使成真，也只會是植醫臨床診斷的一個參考來源，

仍得調整成適合該情境的方案。 

診斷建議也許在情境適用，但有時要真正被採用而生效，端看植醫與農民間

的關係。如前一章敘事裡，阿質與熟識的農民討論農藥的更替，植醫若要積極介

入農民的資材調度，與農民的交流便很重要。 

三、專家新鮮人與農民的交流 

專家不是獨立作業，他們與其他行動者必然交流與相互仰賴，並能自彼此間

的交談中學習並生成白話專業知識。植醫駐地初期，對於在地的產業習慣與風土

病相仍然懵懂，他們此時是在地實務的「非專家」。誠如前述敘事裡阿質強調農

民很多時候才是知識的分享者，植醫一開始都得先至田裡向農民見習，學習並累

積一定的田野知識後，方得以與農民像是學伴般一起處理田間問題。 

有趣的是，當農民接觸植醫時： 

接觸比較沒有那個官派的感覺，譬如說你跟長官在一起的話，吃飯自在

嗎？你如果跟朋友的話，吃飯不是很自在嗎？一樣的道理，比較沒有拘

束（農民 F15） 

你看我跟二十幾歲的，我感覺聊得來，我覺得還好，我不會年輕就排斥

說你們那沒經驗，不會，大家互相要切磋，就是你們有你們的專長，我

們要互相學習，一起找問題，我當作我自己的同事朋友（農民 F6） 

我平常在管理田間的經驗，我會分享給○○（植醫名），互相去討論研

究，互相參考，因為理論上他比較知道，我們實際去測試，互相看要怎

麼去解決（農民 F9） 

對農民而言，植醫不僅有時間、地理上的可近性，也具有心理可近性。植醫

年齡也許與農民子代相仿，甚至更小，在我的田野觀察中，農民幾乎都是直呼植

醫的名字（不然就是揮手打招呼，沒有喊名字）；植醫有時喊他們一聲大哥，有

時也直呼名字。植醫沒有官架子，當他們互動時，農民身分並沒有低一層，甚至

反而是提供知識的角色。隨著植醫培養起處理田間問題的能力，農民則強調彼此

是共同學習的朋友，他們之間是沒有頭銜的日常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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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很不會跟長輩相處，在這邊久了後，就發現其實也不是這麼可

怕，就是真的很像朋友，有時候我會直接叫他名字，有時候習慣了名字

直接叫下去，才知道他已經七十歲了，可以當阿公的（植醫 A7） 

有別於過往相關研究著眼的「專家」是執業經驗豐富、專業受尊重或至少形

象為人熟悉的學者專家（如楊弘任，2002；蔡介庭，2015；簡妤儒，2021），植

物醫師作為新出現的專家職謂，這一群植醫可說是新興專家的新鮮人，沒有包袱

和權威感，也沒有植醫前輩的模板參考，僅能自行摸索上手這一份工作。此外，

植醫與農藥販賣執照是獨立的機制，除非特別去考，不然一般植醫沒有農藥販賣

資格，這使得植醫沒有商業色彩，在防檢局示範計畫的金流支持下，植醫更是提

供免費診斷服務的公費角色。 

各大植物醫院都有一個植醫出診的收費表，對，反正那個真的是有夠

貴，我們現在植醫都是免費，改良場也是免費，但是植物醫院是要收

費，你當然是可以說貴有貴的價值……今天農民去你那裡看診，然後什

麼資材都拿不到，就花了可能一千五、兩千，那他們到底為什麼要做這

件事情（植醫 A9） 

缺乏科學權威與商業利益色彩，有助於植醫與農民間的平等自在交流。值得

注意的是，誠如前一章強調，他們的交談不免俗的充滿臺灣鄉村的盤撋特色，此

時所須具備的互動型專業知識便不僅僅是流暢使用實務語言相互學習或協商，更

包含許多非專業面向的人情成分。其實從 Lowe 等人（2019）的田野資料，可以

讀到產業獸醫與農場主的交流裡也不乏閒聊： 

「絕對是走進去、坐下來、喝杯茶，然後一堆沒意義的閒聊（just talking 

a lot of nonsense），令人訝異的是你能在喝茶的 40 分鐘學到很多，能聊

到穀物與牲畜的價格，擴大對產業的瞭解。」（Lowe et al., 2019: 35） 

不過 Lowe等人關注的，是交流當中有所學習意義的「對產業的了解」，閒聊

僅在引言裡輕描淡寫帶過。這是研究視角對於田野材料的篩選，若放諸植醫案

例，這樣的視角理所當然地看見專業面向裡，植醫對於田間問題更加了解，有助

其轉譯工作，卻將錯失其他植醫與農民的許多人情往來與瑣碎閒聊。它們並非沒

有意義。 

人情是支持植醫發展白話專業知識的重要條件，促使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更

穩固。隨著人情的紮根深化，植醫才得以「有意義的」交談出個別農民的操作細



doi:10.6342/NTU202302663

 

64 

 

節、農民間流通的情報，農民的價值觀與需求，農民信賴植醫的診斷建議，嘗試

進一步的配合計畫能可積極從源頭改革。以此為例，提醒我們討論專家與生產者

間的交流時，值得細緻探究他們是如何交流，這或深刻影響白話專業知識的不同

組成與發揮。 

就植醫與農民的交流，也值得討論「新農浪潮」議題。相關報導宣稱青年農

民是適合跟植醫配合的一群（田育志，2021；李佳芳，2021），這也是有些植醫

執職初期的定見，然而： 

我來做這個工作之前，很多人都跟我講說一定是青農比較好配合，到現

在還是很多人在講說「欸你們是不是都找青農配合？」我一開始也覺得

應該是青農配合度比較高，但我其實發現以我輔導過的農友，五十歲以

上的人是占一半以上（植醫 A3） 

青農更並非一個均質的群體，可能指涉著農業新手，或者擅長吸收並整合新

知的生產者： 

青農因為剛接觸農業這一塊，他們其實對病害跟蟲害很不了解，有時候

會比較轉不過來，譬如說炭疽病那是不是只能噴這支藥，沒有啊，因為

藥劑其實有一些比較廣效性的，對大部分的真菌都是有效的，然後我會

跟他講這些藥的原理是幹嘛用的，拿那個藥劑的那些作用機制的單子給

他看，說你要按照上面的這些推薦的這些作用機制（植醫 A8） 

青農很多都是會接收很多資訊資料的人，所以當他今天接收到這個資

料，他在拿這個資料來跟你討論的時候，你會覺得兩個人比較像是在針

對一件議題上精益求精。老農的話，有點像是單方面你在跟他解釋，跟

他講觀念要這樣子（植醫 A3） 

科學上當然覺得青農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對象，就不是好呼攏的，所以會

比較怕在他面前犯錯。提供給他藥劑沒有效，或是他這個病我給他講錯

了，到時候抓包，真的是很尷尬（植醫 A7） 

因此，以年齡分類的宣稱稍嫌武斷與扁平，這一群農民或有其它重要特質。

像是我訪談的 15 名農民，他們活躍於農民學院36課程、產銷履歷制度、永續善農

獎等等，也肯定科學的重要性： 

                                                
36
 農委會 2011 年設立農民學院，規劃並提供一般民眾、新進農民及專業農民入門班、初階班、進

階班及高階班等農業專業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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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時都會排課程啊，教我們安全用藥，然後就是預防嘛，他就會告訴

我們大概種了幾天就要開始防治什麼，然後就是看早期偵測，高粱喔他

可能會有什麼蚜蟲類啊，然後用什麼乳化油劑啊、矽藻土啊，然後化學

農藥防治，因為我們也是做產銷履歷，都會就是什麼時候種然後那個都

要回報給農會（農民 F11)  

我覺得科學比較重要，實務經驗可以累積經驗就可以學到，可是科學這

東西你沒辦法。老一輩的人他們都不會相信科學，他們覺得是經驗跟習

慣，可是我會覺得科學比經驗可以信賴了，畢竟它缺什麼它也不可能跟

你講（農民 F10） 

他們當中，13 名曾經或仍持續從事其他產業的工作，惟 2 名年紀最輕的農二

代稱得上職涯純粹的農民。過往文獻已注意到兼業農現象在臺灣鄉村漸漸普遍，

農戶斜槓著第二三級產業（柯志明、翁仕杰，1991：蔡培慧，2009）。時下出現

愈來愈多的農二代、由工返農或者半 X 半農的生產者，他們一方面重視地方的實

務習慣，一方面高度接受創新的科學化栽培技術；他們會搜尋並整合多元的概念

及資源，進化有別以往的產銷圖像，例如做產銷履歷、自創品牌，這樣的新農也

具有強烈的中介特色，會將跨域的知識注入在地農業社群，促成轉型新跨域社群

的可能（莊彥輝、陳毓璟，2017；鄭博予，2017）。 

誠如前一章提及，植醫最熟識的農友是實務上願意溝通、可以發揮出植醫建

議的一群。比起青農，「新農是適合與植醫配合的一群」或是更妥切的說法。此

處的「新」並不指涉歲數或務農經驗，而是社會對於農業與農民有不同的期待與

需求，新農也自有理念與實踐。這反映當代臺灣的新農浪潮，蔡晏霖（2016）看

待此難以界定的現象為「無數小寫人與非人施為者的日常實踐積累而成」的「江

湖／異質聚合體」，在生產端，在地農人與田間生物的經驗，境遇性的融合專家

知識、科學文獻等等，長出充沛連結可能的獨特在地演繹，也擺脫產量導向的生

產典範。 

新農浪潮開啟許多植醫得以發揮職能的空間。植醫在許多時候補得上新農的

需要，諸如協助農民生產履歷的紀錄、輔導他們使用科學工具與辨別結果、提升

預防的敏感度，協力研究田間問題，提升田間管理以達成作物、環境與食物的安

全等等。 

我們的一些作物的農藥倍數、哪個時段哪個季節，他們有做紀錄，他們

會比較知道，我們因為在忙的時間沒有辦法去做那個工作紀錄，我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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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那麼細心，對，就是配合我們產銷履歷，我們自己的生產履歷的

紀錄，上去做那個表（農民 F9） 

植物醫生很多功能，可以看農友、民眾或者是產業界需要什麼樣的專

長，我們就可以把那方面的專長凸顯出來（植醫 A5） 

新農浪潮因此與植醫相互支持。這不只支持並創造不同樣貌的專業知識，轉

譯也包括雙方的轉化，植醫與農民在過程中「既突顯也改變了既定語言與自己的

視界」（蔡晏霖，2016:57），農民獲得更多知識與情境化方法而成為不一樣的農

民，植醫也透過累積經驗、調整所學並發揮職能而真正成為植醫。 

四、養成植醫的產地 

因此，白話專業知識是植醫置身田野，與地方風土、生產者長時間的大量交

流才得以形成。這有別於他們所受的學院訓練。當他們還是學生時，某些課程會

跟隨老師去田間觀摩，效果畢竟不比「做中學」的實習。而當他們修習實習學分

時，學校推薦或建議的實習駐點地點也往往是農委會轄下的的試驗改良單位、防

疫檢疫局分局、學校林場、國際農藥公司試驗站，或者其他經委員會審核通過的

農企業、農場或機構，得以親近的情境是有別於田間臨床情境的實驗室脈絡。 

更重要的是，第四章敘事裡阿質強調「到了產地後，深刻體會到在地的作業

方式是全新的學問」，示範計畫初期雖然規劃培訓課程，但難免與現地存在落

差： 

學界跟產業界的東西完全不一樣…我覺得我們受訓的根本完全不夠，那

時候才上五天的課，它跟現地產業在發生的事情其實有一點落差，對，

我們受訓的訓練可能是你可以辨識一些病蟲害、一些比較常見的問題，

可是現地很多問題是沒有在那些東西裡面，或是它是更複雜的問題。再

加上，因為我自己是讀病害的，所以對栽培管理其實完全不熟，防檢局

那邊教的幾乎都是病蟲害的部分，栽培管理我完全都是後來自己學，然

後跟農民請教…有很多細節是你要實際去做、去問之後，你才會發現有

那些問題，你光受訓練其實是不夠的（植醫 A9） 

黃條葉蚤大部分是取食葉菜類，比較不一樣的是黃條葉蚤的幼蟲，因為

蘿蔔是在底下的，幼蟲會啃食蘿蔔的莖的部分，課本只有教黃條葉蚤牠

是危害葉菜類，造成葉片一些破洞狀的咬痕，並沒有提到幼蟲也會危害

這種地下莖類的作物（植醫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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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何與農民打交道的互動型專業知識也難以傳授，是容易在學院訓練

中被忽視的一塊。綜合而言，現地產業的複雜實務，遠遠有別於教材，又衍生不

同地區版本的學問，農民有習慣的盤撋互動方式，更各有各的生產習慣。植醫在

學院或培訓時所受的訓練，只是基本功。甫結束訓練的植醫新手要成為一名真正

能夠發揮職能的專家角色，即得在基本功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白話專業知識—

—掌握現地實務與各種來源的知識，在與生產者的交流中，一同產出實務可行也

有助益的方案。由於這樣的專業知識是在田野裡形成並且聚焦田野，一旦換了駐

診地，他們得重新熟悉在地的農民、風土與實務習慣，原先累積的田野專業知識

也就變成了基本功，由此兌換並再書寫著新一張產地白話專業知識的空白卷。 

像現在我如果去看柑橘，我就很快就可以抓出他到底是什麼問題，因為

我驗過超級多的土壤，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土壤大概會有什麼問題，然後

也知道大家習慣 都是一樣，所以會有什麼問題，都比較可以抓得出來。

那如果把我調去雲林，然後雲林的栽培模式不一樣，我一定就搞不清楚

他們在幹嘛，就是又要重新適應，但是一樣如果是把雲林的植醫調來這

裡，會發生一樣的問題，就會不知道這邊在幹嘛（植醫 A12） 

由於不是經由正規的實驗室研究，鄉村的白話專業知識容易遭科學界低估或

忽視（Lowe, et al.,  2019）。我認為這個概念恰恰凸顯了植物醫師駐地的重要性，

也是論文題目何以命名為「植醫與他們的產地」的原因。此處的產地並不是指作

物發育的田區，而是植醫的養成場域。植醫的養成，並非是學院訓練的學分通過

與否，而是在實際駐診後，在農民、各種實務習慣與風土條件、田間臨床情境、

研究單位資源之間頻繁往來，調整所學，方在所處的情境下長出白話專業知識，

展開其職能。 

這相對符合駐地植醫的狀況。相較之下，試驗改良單位植醫距離研究員更

近，能更即時補充自己的弱項，有專業後勤伙伴的優勢。然而，由於他們被分配

為診斷窗口的人力，較罕實臨田野現場，不利發展出田間臨床情境的白話專業知

識。他們田野專業知識所指涉的田野現場，更多的也許是實驗室脈絡，培養的是

實驗室裡的診斷能力。 

五、小結 

植醫之所以成為植醫，是因為他們發展出白話專業知識——回應著情境條

件、外部知識以及人們間的交流，持續更新、調整並形成，重要的是據此權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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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可行有效的方案。要勝任一名植醫，即得在駐診的產地情境持續創造白話專業

知識。 

植醫案例的啟發，從過往研究裡可以影影綽綽看見類似的研究發現，諸如地

方邊界內外知識的轉譯，不同位置與立場的行動者如何「相互以自己的語言，說

出對方的興趣」，以在邊界中有意義的挪用與轉譯外來知識（楊弘任，

2011:12）、對於疾病的套裝科學知識如何轉化為臨床適用的界定與處理版本

（Enticott, G. , 2012）、獸醫科系新畢業生所受的學院訓練不完全符合農場實務，

而被視為缺乏應付現場挑戰能力或還沒有準備好（Enticott et al., 2011），有別於

上述的關注知識協商、或者特定疾病的研究取徑，白話專業知識的概念，一方面

也能處理到地方邊界內外的交流與臨床專業知識，一方面則更有助於聚焦討論植

醫如何取得並發展出專業知識，漸漸成為田野導向的專家。 

最後，Lowe 等人（2019）揭示白話專業知識構成之異質混雜。Eyal（2013）

也強調以網絡的思考方式來理解專業知識，當中連結著形形色色的行動者、概

念、儀器、制度等，須追蹤在哪些條件的支持下，專業知識網絡的特定形式與實

作才得以出現。這有助於更周全理解植醫白話專業知識的形成。 

鄉村內外的種種影響因素不斷變化著，因此，白話專業知識處在持續發生的

過程。這樣的過程若放諸更寬闊的網絡中，政策法規、組織與後勤伙伴、人情、

氣候與害蟲與作物、儀器、新農浪潮等也影響重大，無一不掣肘或支持著植醫的

白話專業知識，也讓植醫有更多的服務機會與立足點。這些條件在前文段落或多

或少有所著墨，在在補充Lowe（2019）等人較未仔細處理到的自然與物質條件，

以及當中「人際交流」的不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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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是學術意義上對植物醫師的開箱。植醫制度是臺灣植物保護發展的嶄新

里程碑，植醫被官學界期待具備正確診斷暨整合性防治的專業知識，提供農民及

時周全的作物保護建議，同時也減藥、提升農產安全，並是植物防疫檢疫的重要

前線。不過，他們作為新的專家角色，是在大眾與學術視野裡仍撲朔迷離的職

業。他們的駐診工作究竟是什麼樣的勞動樣貌？如何與農民互動？一群畢業也沒

多久的年輕人，要如何在田野現場擔任好一名植醫？ 

我嘗試以診斷實作、轉譯、盤撋與白話專業知識為徑，來討論這些疑問。植

醫不是坐在辦公室等待農民來一問一答，面對的也不只是單一病因典型問題，他

們得頻繁往返於田間臨床情境與實驗室儀器間，對於得自這兩邊的資訊保持開

放，以診斷致病的複雜脈絡或幽微病徵。他們尤其需要判斷什麼田間問題不能擱

置，情況緊急時得盡快提供農民一個治標方法。被動且及時提供農民建議之外，

植醫廣義的診斷工作尚包括在地病蟲害的監測與防治，以及探討在地生產經驗的

科學原理。這進而凸顯在地尺度的重要，植醫的田間工作一方面對農民具備時

間、地點的可近性；一方面也使其得以累積田野專業知識，有助診斷的因地制

宜，有別於試驗改良單位專家因為轄區幅員廣闊而難以更新在地狀況。 

即便具備足夠的田野專業知識，植醫的診斷建議也未必滑順的進到現場生

效，這相當考驗他們與農民溝通的互動型專業知識。植醫得懂聽、懂說與懂做，

也就是聽出農民的詞彙與生產價值觀、說出農民的興趣所在，然後客製化出實務

可行的建議，使農民收穫實質效果。這樣的轉譯過程得放諸更廣的社會關係才妥

切落實。當農民面對新的資訊，他們在意的是帶來資訊的這個人，與他們親不親

近，也就是說，農民必須先認識植醫這個人，才可能聽從他的診斷建議。如果植

醫難以符合農民習慣的日常互動方式，田野專業知識再充分，在農民的世界裡仍

屬邊緣。因此，植醫漸漸參與農民的生活圈，與農民大量閒聊著與田間問題無關

的話題，藉以才聊到許多農民的操作細節與情報，也將植醫工作內容融入他們的

作業方式，甚至一同研究如何改善田間管理。這反映臺灣鄉村的盤撋特色，是基

本做人、與他人建立關係的道理，植醫並不免俗。 

綜合而言，要在產地現場擔任好一名植醫，至關重要的即是持續創造白話專

業知識。他們診斷時，得掌握臨床脈絡，積極將現場異質多樣的不確定性，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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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田野專業知識的養分與發揮空間；亦得培養與農民交流專業話題或日常盤撋的

能力，從中學習並交流許多情境資訊。此外，他們同時也橋接上各種來源的學理

概念、儀器資源或專家後勤伙伴，將其轉化為有助情境的方案，這也是他們有別

於農業資材行老闆的最大優勢。如此密切接觸並往返現場與外部資源，不斷更新

並調整資訊，權宜打造實務可行又有效的情境化方案的過程，政策法規、組織制

度與後勤資源、人情、氣候與害蟲與作物、儀器，以及新農浪潮也影響重大，共

同產出我們所見到的植醫白話專業知識樣貌與實作。 

我試圖就以上三組的研究提問與回應，拼湊出植物醫師的執業際遇。身為過

往罕見的駐地型專家，植醫展現出專家與專業知識的新樣貌。臺灣過往的鄉村研

究，當討論農業生產的知識流動時，常見的一個視角是外來的專家與在地生產者

的轉譯過程，這強調出各自知識有其脈絡性，以及協商成敗的關鍵；另一個觀點

則注重草根知識如何在有限的人際網絡中相傳，包括田區現場的體會或者閒聊泡

茶場合的口耳相傳。唯有同時考察這兩個角度，我們才得以完整闡明植醫與農友

的互動，尤其許多乍看無關緊要的人情互動瑣事，實是農民對植醫信賴感的重要

基礎，有助植醫展開診斷工作。 

以白話專業知識作為主要的理論觀點，有別於轉譯強調的知識轉化與流動，

更進一步彰顯當中創造出新知識，也就是白話專業知識。白話專業知識的創造與

發展，是一個有賴長時間與當地的風土條件與人們交流的進程，這並帶來若干值

得討論的議題：這一方面肯定植醫「駐地」的在地尺度，方可發展出田野中形

成、聚焦於田野的知識，進而提供有效的情境化診斷建議；一方面也強調田野而

非學院，才是專家的養成場域。植醫是在實際駐診後才正式成為田野導向的專

家，這樣的論點似乎並不令人意外，但這深刻提醒我們植醫崗位與各別產地情境

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更也凸顯出所謂非科學的知識、非科學家的田野專家的重要

價值。農民與情境因素在在參與並協作著植醫的診斷決策，植醫許多時候更得先

向農民學習，諸如此類易受學界忽略的臨床知識、產地實務與農民知識不應被邊

緣化，更不應輕易被扁平化為「生產者不懂得合理用藥」的合理化政策之宣稱。 

以植醫為案例，獨特的是其「新興專家新鮮人」、公費性質的特色，相當有

別於過往有所權威感或商業色彩的專家，這有助於他們與農民的往來和知識交

流。此外，Lowe等人（2019）的討論側重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不過植醫工作連結

儀器、作物特性、極端天氣等，這些舉足輕重的物質與自然條件，補充了白話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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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知識組成裡較容易被忽略的重要幾塊。人情更凸顯了專家參與到農民非專業的

生活面向，深化白話專業知識原先的人際交流探討。 

這篇文章的部分研究成果以聚合式敘事呈現。敘事的軸線穿梭植醫勞動的各

面向，內容完全脫胎自我蒐集到的研究材料，未擅加我自己的解釋觀點，盡量呈

現沒有詮釋濾鏡的植醫駐診際遇。這樣的敘事也許容易被詬病缺乏充分的討論，

並非敘事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後續討論被好好處理；或者另一個極端，認為這樣

的敘事呈現過份主觀，畢竟資料的蒐取與呈現上，處處都是我的把關——什麼訊

息被追問，在書寫時被排除、被強調——成品終究是我所看見並理解的、試圖貼

近植醫經驗的非虛構敘事。 

我認為聚合式敘事之所以適合揭露植醫執業經驗，除了讓這篇文章的經驗層

次更加飽滿以外，實是期待文章「與誰對話」的課題。我期待無論未來有志於此

的植保科系學生，或者對植醫或植保完全陌生的一般民眾，甚至是不確定如何拿

捏植醫定位的駐診機關同事，可以在沒有學術理論包袱下閱讀敘事，快速認識這

個職業。即使是第一手的植醫專欄，也是理性冷靜的交代出一個田間問題，以及

普同的大致防治建議；他們理解並調節在地農業知識的勤懇過程、置身鄉村綿密

的人情關係等經驗，可說是無處可尋。尤其植醫對於社會大眾仍是有待推廣的陌

生職業角色，簡潔平順的敘事是催生更多認識的基石。 

若有研究者未來有興趣採用聚合式敘事，得盡可能透明化敘事建構的過程。

我在建構過程也感到重現情境的吃力，雖然我緊隨植醫的診斷行程，然而他們無

論在田間問題或人情往來所具備的一定程度專業知識，與我身為農業科學門外漢

的短暫停留研究者身分，之間的落差注定我們的體驗並不會相同，例如我無法如

他一般感知到田間哪裡不對勁。後續研究者或可在進行田野訪談之前，先行斟酌

如何將有助於提升讀者共鳴的情感與感官訊息妥善融入訪綱，取得更多有利於發

展敘事的元素。 

前文許多段落分為「駐地植醫」與「試驗改良單位植醫」兩種類型，梳理比

較駐診在不同單位植醫於養成過程所遭逢的助力與挑戰。這樣的分類實是社會科

學分析常見的理想型（ideal type），他們之間界線未必如此分明。試驗改良單位

植醫補充單位既有的診斷窗口之人力，固然較不易凸顯出自己身為植醫的業務差

異與優勢、較好培養實驗室脈絡的診斷能力，不過他們在面對農民求診與田間出

診的某些勞動時刻，也可能遭遇與駐地植醫十分雷同的經驗。此外，也必須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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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時空背景主要針對的是 2021 年至 2023 年間的防檢局示範計畫，隨著階段

性示範計畫的結束與專法的發展，未來的植醫樣貌或將有所殊異。 

植醫制度正式上路也許猶仍迢迢，奠基本文的研究發現，或可提供一些實務

可參考的方向。首先，2022 年 11 月下旬《植物醫師法》草案方在立法院通過初

審，在專法與執照制度通過之前，植醫的前途並不明朗，甚至無法確定未來是不

是還會有駐地植醫。示範計畫期程為三年期，至今已近尾聲，首當其衝的現實問

題即為這一批儲備植醫將何去何從。即便農會有意留任植醫，在既有人事編制下

也只能以技工名義聘之。這難免引起疑慮： 

配套是什麼？我們明年有執業的空間嗎？如何讓單位願意聘用我們？我

覺得之前到現在一直很偏政策面的宣導，偶爾的媒體露出，沒有很實際

面的去記錄跟描述我們到底可以給什麼（植醫 A5） 

在我的田野過程中，植醫也不時吐露自己對職涯的迷惘、相互打聽其他受訪

者之後的出路。假使專法順利通過，植醫有繼續執業的空間的話，執業證照考試

的出題方向也未必妥善對接實務： 

等於說把我們這些有經驗的人又刷掉了，只是因為比較不會考試而拿不

到這個證照的話，那該怎麼辦？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植醫 A8） 

如果植醫制度持續以示範計畫進行，經費也可考慮增列植醫租用試驗田的預

算，有助其培養如判斷作物異常等實務知識。駐地時間直接影響植醫白話專業知

識的生成，諸如田間試驗因為作物生長季長而來不及產出有效成果，植醫駐地久

了更能深入當地的田野專業知識與人情網絡，可詳加考量如何讓一名植醫在特定

區域深耕，避免流動率使田間問題防治效果不彰。學院端則宜規劃增設植醫與農

民的溝通實務課程，內容諸如學習農業臺語、以易懂方式表達「這是什麼問

題」，以及盤撋的基本注意事項等，讓學生提前作好準備。 

百名植醫的駐診，是臺灣植物健康史的重要一頁。當前相關研究仍停留在農

民意願或效益評估，本文進一步著眼植醫實務的診斷過程，及其與農民的互動關

係。這是植醫研究的一小片新磚，期待拋磚引玉，未來研究可擴增研究對象，如

進一步處理農民的異質，訪談不知道有植醫服務、知道但未曾求診的農民，豐富

「植醫—農民」關係的討論。白話專業知識也注重不同領域專家間的交流，則可

納入農業資材行、農藥廠業務員、改良場專家、植物教學醫院等更多行動者，他

們的作為、與植醫間的交流互動，或是探究植醫白話專業知識的不同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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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植醫臨床診斷的專業知識尚有許多值得深入刻劃的空間，攸關植物照

顧的專業知識尤其講究情境下的不確定性與直覺，生產者要熟練於照顧，即意味

著對該情境下環境與物質的協調（becoming attuned）（Krzywoszynska, 2016），

由此，後進研究者或可揀選特定的作物或病害問題，討論植醫在臨床情境的致病

氛圍（pathological atmospheres）下，會是如何跨物種的感知並回應不對勁之處

（Wang, 2022）。就此，一名植醫向我表示：「農民看那個葉子，就說那個怪怪

的，長的形狀就不對，我想說『有嗎？我看不出來？』結果拔下來，那個根真的

有基腐病。我看了一年我還是看不出來那種怪，對，我覺得這是要練習，就是經

驗。」隨著植醫駐地時間拉長，他們如何精進跨物種診斷的身體感官，或者這其

實是農民與植醫間難以共享的感知落差，是本文企圖提出一個籠統植醫執業圖像

時力有未逮的延伸題目，留待後續研究討論。 

假使植醫制度成功上路，未來更多植醫駐診在更多鄉鎮，新農與植醫的連結

是會促使農民分化，如植醫 A9 的觀察：「老實講，我覺得目前看起來，會這樣

做（按：不求甚解地施灑作用機制重複的農藥）的農民就是會這樣做」；或能秉

持中介特質，將植醫有效的建議引進在地農業社群，一如中國與尚比亞的農民會

將他們在植物診所得到的資訊向外分享給其他農友知道（Danielsen et al., 

2020）。或也是後續可再觀察的議題。 

最後，我的討論側重在植醫的田野現場經驗，這或也反映了鄉村研究者做田

野的重要。唯有置身田野，我們才真正接觸到專家與農民、種種情境條件的互動

往來，對此的理解不只停留在政策推廣與媒體的再現，也得以窺見單憑訪談難以

精準捕捉到的關係。以植醫為案例，揭示當我們討論專家進到農村時，除了專業

問題的轉譯之外，也得留意他如何參與專業以外的農民生活面向、這又如何影響

其專業展開，值得後續研究者參考。此外，在我的田野過程中，每當我表態自己

來自農業推廣科系時，農民常跳脫訪綱，對當前的農業產銷環境發表不少牢騷，

這每每令我感到農民似乎罕有機會找到人聆聽，這樣的回饋也總是迥異於我在學

院端接觸的抽象學理概念，顯得真實而珍貴。身為農學院的社會科學科系學生，

我始終樂見臺灣鄉村研究出現更多紮實的田野實踐與研究探問，使鄉村行動者的

主觀經驗得以躍然紙上，減少大塊頭理論名詞與田野現場間的遙遠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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